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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倦怠、工作家庭平衡對組織公民行為之影響 

—以職場靈性為中介變項 

研究生：黃于寶 

指導教授：余鑑、于俊傑 

中文摘要 

本研究主要目的為探討(1)工作倦怠、工作家庭平衡、職場靈性與組

織公民行為之間的關聯；(2)職場靈性是否在工作倦怠與組織公民行為之

間扮演中介的角色，以及(3)職場靈性是否在工作家庭平衡與組織公民行

為之間扮演中介的角色。採以便利取樣的方式選擇位於桃園、高雄地區

超過 200 人(含)以上之高科技業公司，施測對象為公司內正式編制的職

員，進行結構性問卷施測，共計完成 430份有效問卷。本研究結果發現：

(1)工作倦怠對職場靈性具有顯著負向影響；(2)職場靈性對組織公民行為

則具有正向影響；(3)工作倦怠對組織公民行為有負向影響；(4)職場靈性

在工作倦怠與組織公民行為之間具有部分中介效果；(5)工作家庭平衡對

職場靈性具有正向影響；(6)職場靈性在工作家庭平衡與組織公民行為之

間具有完全中介效果。最後，本研究依據重要結論，提出促進員工組織

公民行為之措施，供為參考。 

 

關鍵字：工作倦怠、工作家庭平衡、職場靈性、組織公民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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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rnout,Work-Family Balance Effect on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Mediating Roles 

of Spirituality at Work 

Author: Yu-Boa, Huang 

Adviser: Chien, Yu, Chin-Cheh, Yu 

ABSTRACT 

The study was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burnout, 

work-family balance, spirituality at work, and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Analyses of the data collected from 430 full-time employees 

ranging in size over 200 indicated that burnout was negatively related to 

spirituality at work, spirituality at work was positively related to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burnout was negatively related to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spirituality at work was to partially 

mediate between burnout and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work-family balance was positively related to spirituality at work, and that 

spirituality at work was to full mediate the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rk-family balance and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This study may 

lead to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how to motivate employee’s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s. Recommendations as well as implications were 

discussed.  

Keywords: burnout, work-family balance, spirituality at work,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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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本章共分為四小節，依序為背景與動機；其次將研究動機形成研究

目的與待答問題；再次說明本研究範圍及限制；最後是針對本研究重要

名詞進行釋義，茲分別說明如下。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商業周刊》委託 EOLembrain東方快線執行的兩岸八○年後量化研

究之中，人們已重新開始界定成功，認為成功是追求自我興趣加上幫助

他人快樂。在過去沈芯菱用專業幫助過無數人，將個人的力量拓展到無

限大，對她而言「成功不是贏過多少人，而是幫助過多少人」（李郁怡，

2010）。宏碁創辦人施振榮也認為「利他，才是永續利己之道」。換言

之，助人可以使人精神層面獲得快樂和滿足，在幫助他人的當下，亦是

在幫助自己。 

高科技產業多涉及跨領域的先進技術，因此高科技主要特徵是，產

品生命週期短、技術發展快、經營風險高等（袁建中、林伯恒、魏煒圻，

2010）。亦即高科技產業的員工為因應知識密集的技術開發及市場環境

變遷的情況下，經常需要花費長時間及心力在工作上。倘若組織制度及

技術等方面發展不夠完善，則需仰賴員工的角色外行為（extra-role 

behavior）來彌補不足之處，使組織得以流暢運作達成目標。先前有許

多研究顯示組織公民行為能夠影響組織績效及獲利能力（Podsakoff, 

Whiting, Podsakoff, & Blume, 2009; Nielsen, Bachrach, Sundstrom, & 

Halfhill, 2012），足以見得 Organ 提出組織公民行為（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OCB）對企業的重要性。 

工作倦怠在職場一直是個禁忌的話題（Megginson & Casserley, 

2008），因為承認自己對工作筋疲力竭就視同宣告自己對工作缺乏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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勁，而這與組織對員工的期許完全是背道而馳的。先前有許多工作倦怠

的研究著重在探討資源缺乏（孫德修、趙正敏、廖木燦，2008 ; 洪瑞斌、

陳怡璇，2009; Ronald & Ruth，2011）與對整體健康產生負面的結果

（Holmes，2005 ; 林繼正、陳淑芬，2008），儘管工作倦怠的研究對組

織績效而言是重要的（Sesen, Cetin, & Basin, 2011），但先前有關工作倦

怠對於組織公民行為的直接相關研究並不多見，因此以工作倦怠作為本

研究變項之一。 

企業為適應瞬息萬變的環境，員工將投入更多的時間在工作場域

上，工作和家庭的問題在組織行為學的研究中，對員工的影響已經被認

為是相當重要（Liu & Wang, 2011）。過去許多研究探討工作-家庭衝突

對組織的影響（林鉦棽、賴鳳儀、黃紹慶、潘蕙韶、鍾潤富，2011；Adkins 

& Premeaux，2012），亦有研究建議可從工作家庭平衡角度進行切入探

討（Benligiray & Sonmez, 2012），由於工作家庭平衡包含多種面向歷程，

也較為著重個人多重角色的管理（Ferguson, Carlson, Zivnuska, & 

Whitten, 2012），因此本研究以工作家庭平衡作為探討的變項之一。 

近年來職場靈性在組織和理論觀點中逐漸成為一個新的典範

（paradigm）（Bosch, 2009）。靈性是為我們的生命帶來意義與方向的

一種深刻與有活力的能量（張淑美，2007），能夠影響人們產生和諧共

融的生命共同體關係，尤其當目標價值符合個人靈性的努力，個人靈性

可能展現出組織公民行為（Tepper, 2003）。嚴長壽（2008）也認為工作

的意義不在於職位、頭銜和金錢的追求，而是讓自己能在工作中獲取個

人才能的充分發揮，並影響他人，進而提升公司或社會整體的進步」，

亦即職場靈性也可能影響員工在職業生涯選擇。Farahnaz、Salmiah 和

Bahram（2012）以護士為研究對象，結果也發現職場靈性對組織公民行

為具有正向影響。因此，綜上論述本研究認為工作倦怠、工作家庭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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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職場靈性對組織公民行為可能具有其關聯性，故成為本研究探討的研

究動機之一。 

Pines（1993）以存在觀點來解釋工作倦怠，他認為如果高存在需求

者有助於達成理想期望的環境，便會增加自我存在的意義感，相對地經

常遭遇阻礙，容易形成消極環境，而產生倦怠。換言之，倘若能夠提高

工作倦怠者的存在需求動機，並且提供機會環境，進而讓工作倦怠者發

現自我存在的意義。職場靈性則有助於個人在工作環境中與同儕的正向

互動，會展現出助人的行為（Stevison, Dent, & White, 2009）。先前的研

究尚未探討職場靈性在工作倦怠與組織公民行為之間扮演的中介機

制，倘若能釐清工作倦怠與組織公民行為之間中介機制所扮演的角色，

將更有助於瞭解工作倦怠對組織公民行為影響。因此，探討工作倦怠影

響組織公民行為的過程中，職場靈性所扮演的角色，是為本研究動機之

二。 

工作與家庭多為個體日常生活的主要活動場域，依定義所示工作家

庭平衡是個人和自己本身的工作和家庭領域相關的角色夥伴，彼此相互

協商與分享，以達到相關角色的期望（Wayne, Grzywacz, Carlson, & 

Kacmar, 2007）。當個體身兼多重角色的時候，皆有其「角色期望」的

存在，是故當個體無法達成任一角色的期望，則使內在容易產生壓力形

成內心的不平衡。工作與家庭的平衡是為多重角色處於內在平衡的狀

態，因此追尋內在的平衡應該經由不斷地省思角色行為及環境經驗所給

予的刺激，釐清內在困惑及人生目標等內在深層的意義，促進個體的職

場靈性能夠影響個體與外在環境產生聯結性，讓個體對職場環境逐漸產

生認同感且更願意為組織花費時間及精力投入於工作中。因此本研究動

機三，欲探討工作家庭平衡影響組織公民行為的過程中，職場靈性所扮

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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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 

根據前一節所述研究緣起，本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如下：  

一、研究目的 

(一)探討工作倦怠、工作家庭平衡及職場靈性對組織公民行為之影

響。 

(二)探討工作倦怠影響組織公民行為的過程中，職場靈性所扮演的

角色。 

(三)探討工作家庭平衡影響組織公民行為的過程中，職場靈性所扮

演的角色。 

二、待答問題 

根據上述研究目的(一)本研究之待答問題如下： 

1.工作倦怠對組織公民行為之影響為何？ 

2.工作家庭平衡對組織公民行為之影響為何？ 

3.職場靈性對組織公民行為之影響為何？ 

根據上述研究目的(二)本研究之待答問題如下： 

4.工作倦怠對職場靈性之影響為何？ 

5.探討工作倦怠影響組織公民行為的過程中，職場靈性所扮

演的角色為何？ 

根據上述研究目的(三)本研究之待答問題如下： 

6.工作家庭平衡對職場靈性之影響為何？ 

7.探討工作家庭平衡影響組織公民行為的過程中，職場靈性

所扮演的角色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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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為求研究的嚴謹與客觀，本研究將依據研究目的、研究方法及研究

步驟，所得之研究範圍及其限制，說明如下： 

一、研究範圍 

本研究以 200人（含）以上之高科技公司正式編制的員工做為研究

對象，其 32 家公司主要位於大高雄與桃園地區，作為探討工作倦怠、

工作家庭平衡透過職場靈性的中介機制影響組織公民行為的研究。 

二、研究限制 

本研究以便利取樣的方式作為研究對象選擇的依據，樣本主要集中

於高雄與桃園地區，故將可能使得本研究結果產生誤差，因此不適宜作

為經營實務方面之普遍性情況參考。 

第四節 重要名詞釋義 

本節重要名詞包含工作倦怠（Burnout）、工作家庭平衡（Work-Family 

balance）、職場靈性（Spirituality at Work）、組織公民行為（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分別說明如下： 

一、工作倦怠（Burnout） 

張火燦、劉嘉雯、許宏明、謬敏志、童志隆（2011）認為工作倦怠

是對人際與工作壓力所產生的反應，可以視為心理負向感受與工作壓力

結果的延伸。而 Schaufeli、Leiter、Maslach和 Jackson（1996）定義工作

倦怠為情緒耗竭（emotional exhaustion）、譏誚態度（cynicism）、降低

專業效能（reduced professional efficacy）等三個主要的構成面。情緒耗

竭是指個體在工作過程中與他人互動，因為身體和心理無法應付工作的

要求，而感到精疲力竭、失去興趣與無力感等現象；譏誚態度是指個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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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工作表現出冷淡和嘲諷的態度，企圖在工作中孤立自己；降低專業效

能是指個體對過去及現在的成就感到滿足，以及對未來在工作上繼續努

力之意願降低的程度。 

二、工作家庭平衡（Work-Family Balance） 

Barnett（1998）認為工作家庭平衡是一種生活的經驗，當個人在處

理工作與家庭要求時，所產生的協調性或衝突感。Grzywacz 和 Carlson

（2007）定義工作家庭平衡是個人和自己本身的工作和家庭領域相關的

角色夥伴彼此相互協商與分享，以達到相關角色的期望。 

三、職場靈性（Spirituality at Work） 

Marques、Dhiman 和 King（2007）認為職場靈性被視為個人內在價

值的設定，包含誠實、善良、勇氣等。Ashmos 和 Duchon（2000）認為

職場靈性包含內在生命（inner life）、有意義的工作（meaningful work）

及共同體（community）三個廣泛的面向。內在生命是指在工作中有機

會表達自己各方面的本質，而不是只有身體表現的才能或智力的工作；

有意義的工作是指探索人的相關的舉動，特別是工作滿意和員工快樂的

動作；共同體是指人想要讓自己的感覺與工作的人事物彼此連結。 

四、組織公民行為（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Organ（1988）定義組織公民行為是指未受工作說明書所規範的自

發性工作行為，其自發性意願不受組織正式報酬與管理制度所影響。並

且 Organ 認為組織公民行為包含利他行為（ altruism）、盡責

（conscientiousness）、禮貌（courtesy）、運動員精神（sportsmanship）

及公民德性（civic virtue）等構面。亦即，利他行為是指能夠協助其他

組織成員盡快適應工作或幫助其解決工作問題；盡責是指組織成員都應

盡其所能地達到組織的要求；禮貌是指主動通知其他組織成員工作上可

能會發生的問題，則可節省管理者許多處理問題的時間與精力；運動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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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是指組織成員能夠容忍工作上的不便之處；公民德行是指組織成員

都有責任參與組織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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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依據研究目的共分成五節，第一節工作倦怠以意涵與理論作為

開展，並瞭解工作倦怠的原因與徵候；第二節為工作家庭平衡，以衝突

與促進的理論觀點，瞭解角色在工作與家庭的轉換；第三節職場靈性的

概念；第四節組織公民行為；最後則是第五節變項間的關係，藉由文獻

的回顧與探討，提出本研究的架構與相關假設。 

第一節 工作倦怠 

隨著全球經濟結構改變，個人長期處於多元化社會角色與多元的環

境底下，產生龐大的工作壓力，促成了工作倦怠的形成。 

一、工作倦怠的意涵與發展 

工作倦怠的概念最初係由臨床心理學者 Freudenberger 於 1974 年的

研究中發現助人工作者（helping professionals）因為工作負荷量過大，

致使助人專業工作者認為工作對於自身的能力、精力和資源是一種過度

要求，並且知覺個人才能耗盡、疲勞和面對工作束手無策的現象。

Freudenberger（1974）定義工作倦怠係指個人對能力、精力以及資源的

過度需求，導致個人感到失敗、耗盡與精疲力竭。 

依據Maslach和 Jackson（1981）提出的工作倦怠包含三個層面，即

為(一)情緒耗竭（emotional exhaustion）；(二)去人性化（depersonalization）

(三)降低個人成就感（reduced personal accomplishment）。情緒耗竭是指

個體在工作過程中與他人互動，因為身體和心理無法應付工作的要求，

而感到精疲力竭、失去興趣與無力感等現象；去人性化是指個體以消極

冷漠的態度與人互動，將同事或服務的對象視之為「物」對待；降落個

人成就感是指個體不滿意自己的工作表現，對整體工作失去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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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lach和 Jackson（1981）編製從事廣泛人際互動版本的工作倦怠

量表（MBI-Human Services Survey, MBI-HSS），包含業務員、醫生、教

師等職業可適用。Maslach、Jackson和 Schwab（1996）為從事教育職業

工作者編製工作倦怠量表（MBI-Educators Survey, MBI-ES）。此兩類工

作倦怠量表，皆以上述三個層面做為主體發展評量項目。 

然而 Schaufeli、Leiter、Maslach和 Jackson（1996）發現工作倦怠並

非僅發生於廣泛人際互動的職業中，遂發展一般性職業人員工作倦怠評

量版本（MBI-General Survey, MBI-GS），亦使非廣泛性人際互動職業的

對象也一併適用。對此版本的發展，同時將「去個人化」層面調整為「譏

誚態度」（cynicism），是指個體對工作表現出冷淡和嘲諷的態度，企

圖在工作中孤立自己。而「降低個人成就感」層面亦調整為「降低專業

效能」（reduced professional efficacy），是指個體對過去及現在的成就

感到滿足，以及對未來在工作上繼續努力之意願降低的程度。 

從 MBI工作倦怠量表的發展歷程，從人與人之間的情緒過度負荷關

係作為初始，逐步調整為人與工作之間的契合關係。茲將國內外學者對

工作倦怠相關定義整理如表 2-1。 

表2-1 工作倦怠之定義 

年代 學者 工作倦怠的定義 

2001 

Maslach、

Schaufeli和

Leiter 

為一種生理、心理及情緒上的耗竭狀態，使得個體經由

長期性的疲倦顯露出無助的形態，並促使工作、生活或

他人產生負面的觀感與態度。 

2007 Kokkinos 

環境－組織與個人層面的壓力源導致，是環境變項與個

人內在特徵（如：人格特質）交互作用的結果，是對工

作壓力的負面感受 

2008 Liljegren 
個體長期參與需要情緒要求的工作情境下，所造成一種

身體及心理的耗竭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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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工作倦怠之定義(續) 

年代 學者 工作倦怠的定義 

2008 呂幸珠 

個人或環境因素，不能有效地因應工作壓力與挫折而產

生喪失工作動機、無成就感、身心耗竭等行為，以致降

低個人工作效率及失去對工作的熱忱 

2011 劉雅惠 

個人對龐大工作壓力的反應，個人會呈現情緒耗損、對

他人採取冷漠的疏離態度，對自己的工作沒有成就感，

缺乏工作熱忱。 

2011 張火燦等人 
係指長期對人際與工作壓力所產生的反應，可以視為心

理負向感受與工作壓力結果之延伸。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彙整上述學者們的定義，本研究認為工作倦怠係指個體在工作環境

之下長期耗盡精神能量與個體資源，致使心理、生理、行為等方面均呈

顯負面的表現。對此，後續對於工作倦怠的研究，大抵以 Maslash 所提

出的情緒耗竭、去人性化，以及降低個人成就感三個層次為主（Bakker, 

Demerouti, & Schaufeli，2005；黃良傑、黃新福，2008）。 

二、工作倦怠的理論基礎 

(一)資源保存理論 

Hobfoll（1989）提出資源保存（conservation of resource, COR）理

論的觀點說明壓力與工作倦怠發生的主因在於 1.遭受到資源喪失的威

脅；2.遭遇到實際資源的喪失；3.投入資源後卻無法獲取其他資源作為

回報時（fail to gain resources following investment of other resources），

將會感受到心理上的不適（psychological distress），而產生壓力。而此

處所謂的「資源」分為四類 1.實體（objects）指的是能夠維持生存需求

的資源，如空氣、食物、避難所等，亦如同 Maslow（1971）提出的需

求層次理論中的生理需求層次；2.生活狀況（conditions）：能夠確保生

活穩定的資源，如資歷、地位、家庭等； 3.人格特徵（ pers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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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s）：能夠獲取理想地位的資源，如：社交能力、工作技能

等；4.能量（energies）：能夠增進上述三類資源的資源，如：財力、知

識、信用等（Hobfoll & Lilly, 1993）。個體具有保存、保護以及建立其

所重視之資源的基本關係（Hobfoll, 1988），亦即為資源獲得（resource 

gain）；反之為資源損失（resource loss）則為壓力形成的主要原因。 

工作壓力的形成是個體對工作要求難以因應的暫時情況；工作倦怠

則是長期失衡的結果，並且區分兩者的概念就在於時間或歷程變化，而

實際的關鍵差異則是「質」而非「量」的不同（Schaufeli & Buunk，2003；

洪瑞斌、陳怡璇，2009）。換言之，個體在長期間承擔許多能力所及的

工作要求，不一定會形成工作倦怠，但在一段時間內肩負難以因應之工

作要求的情況，即可能會發生工作倦怠的現象。資源保存理論是一種能

量平衡觀點（洪瑞斌、陳怡璇，2009），亦即將個體視為一能量系統，

在長時間工作要求下需要付出超額的心理資源，資源補充太慢太少，形

成能量透支與整體失衡之工作倦怠現象。 

（二）工作要求-資源模型 

工作要求-資源模型的建立主要在資源保存理論基礎之上。Bakker、

Demerouti、Taris、Schaufeli和 Schreurs（2003）認為每種職業都可能存

在著各自造成工作倦怠的因素，而這些因素可以歸類為工作要求與工作

資源兩大類。Bakker 與 Demerouti（2007）認為「工作要求」是指組織

要求員工於工作時，所必須投入的生理及心理資源，包括：工作負荷、

工作職責、時間壓力、情緒要求、人際要求、角色衝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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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工作倦怠之工作要求資源模型(Job demands-resources model of burnout)。 

資料來源：Bakker, Demerouti, Taris, Schaufeli, & Schreurs（2003） 

在孫德修、趙正敏和廖木燦（2008）對工作要求、工作資源與工作

倦怠關係的研究顯示：1. 工作要求在時間壓力、工作環境、輪班要求等

構面與工作倦怠之情緒倦怠、消極態度與專業效能低落等構面間呈顯著

正相關，顯示工作要求是形成工作倦怠的主要原因；2. 工作要求各構面

與工作資源中的工作控制、成長發展、薪資福利、社會支持等構面現顯

著負面相關，顯示工作資源的多寡可以影響員工對工作要求負荷的感

受；3. 工作資源之工作控制、成長發展、薪資福利、工作保障與社會支

持等構面與工作倦怠之情緒倦怠、消極態度與專業效能低落等構面呈顯

著相關，顯示工作資源的多寡可以影響員工對工作倦怠的感受；4. 工作

要求與工作資源對工作倦怠有顯著預測力。 

然而，工作要求不一定會導致負向的結果（Lu, Kao, Siu, & Lu, 

2010），倘若工作要求超過員工所能承受的範圍時，則可能對員工帶來

壓力。而「工作資源」是指在工作中提供給員工的生理、心理、社會或

組織面向的資源，包括：社會支持、組織公正、工作自主性、報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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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工作資源可被區分為內在性與外在性資源兩種（陳佳雯、陸洛、

許雅玉，2012）。前者，如工作自主性或職能可以增進員工個人的發展

與學習；後者，如主管支持或回饋可以幫助員工有效達成工作目標。 

三、工作倦怠的徵候 

本研究彙整學者們（Holmes，2005；張弘勳、蔡淑苓，2007；林繼

正、陳淑芬，2008；劉雅惠，2011）工作倦怠徵候的研究，並且歸納出

工作倦怠對生理、心理、情緒、行為與態度等影響。 

(一)生理的影響 

個體在長期間承受龐大工作壓力後所引起生理失衡的狀況，常見徵

候則有長期疲累、長期頭痛、感冒、失眠、體重減輕、潰瘍、泌尿系統

疾病、心臟血管疾病等，皆為涉及到身體健康與否； 

(二)心理的影響 

使個體產生負向的認知，或者減損心智能力的活動，常見的徵候則

有負向自我語言、注意力不集中、缺乏目標導向、缺乏同情心、缺乏自

信、挫敗感、無自我價值感、缺乏信任感、不能勝任感等； 

(三)情緒的影響 

個體容易產生負向情緒，常見的徵候包括易怒、煩惱、沮喪、悲觀、

憂鬱、焦慮、罪惡、孤單、緊張、膽怯、害怕、常感到無助與絕望等； 

(四)行為與態度的影響 

對於服務對象、人際關係及工作態度等方面呈顯出疏離的行為，常

見的徵候包括漠不關心、缺乏同情與耐心、容易抱怨、不合理懷疑、苛

求、衝突、工作家庭衝突、工作效率低、不投入、疏離工作、缺席、曠

職、離職，甚至有嘲諷、獨裁、攻擊等行為發生。 

四、小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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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文獻中可以得知工作倦怠的發生是當個體處於工作環境時，其長

期地面對工作要求的付出遠超過工作資源的補充，終使個體呈顯出資源

貧乏的失衡狀態，後果可嚴重影響至生理、心理、情緒、行為與態度等

層面。 

第二節 工作家庭平衡 

《大辭典》解釋「平衡」的定義為，相對的力量平均存在而保持穩

定的狀態，如秤物時，秤的兩端保持平衡（三民書局大辭典編纂委員會，

1985）。其中，關於平衡的西文同義字包含有：Balance、Equilibrium及

Poise等。依據牛津英語辭典（Concis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2009）

解釋「Balance」係指身體或情緒的穩定；「Equilibrium」係指在一個系

統內的能量（distributed）、力量（force）、影響（influence）等彼此均

衡的狀態；「Poise」意旨為鎮定、泰然自若。亦即「平衡」為個體的生

理與心理皆維持在穩定的狀態。 

Lobel（1991）認為工作和家庭角色是類似地核心（similarly central），

當兩種角色相互整合後致使平衡的形成。Barnett（1998）認為工作家庭

平衡是實現一種生活的經驗，當個人在處理工作與家庭要求時，所產生

的協調性或衝突感。Grzywacz 和 Carlson（2007）定義工作家庭平衡是

個人和自己本身的工作和家庭領域相關的角色夥伴彼此相互協商與分

享，以達到相關角色的期望。換言之，工作家庭平衡是為個體綜合工作

與家庭的生活經驗，內心感到自在協調的狀態。 

Grzywacz 和 Marks（2002）以工作投入、工作需求及家庭衝突作為

工作-家庭衝突研究預測變項，結果發現這些預測變項與工作-家庭促進

並無直接關聯性。有研究顯示「工作對家庭的衝突」和「工作對家庭的

促進」是無相關的（Bakker & Geurts, 2004 ; Sumer & Knight, 2001），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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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研究顯示兩者之間具有較弱的負相關（Colton, Hammer, & Neal, 2002 ; 

Voydanoff, 2004）。然而，也有學者們發現工作與家庭間並非全然是「衝

突」的負面關係，亦有「促進」的正向影響（Grzywacz, & Butler, 2005 ; 

Voydanoff, 2004）。有學者們以「促進」的立場，提出工作-家庭促進、

工作-家庭正向外溢、工作-家庭增強、工作-家庭豐富的概念，能結合多

重角色的正向觀點（Carlson, Kacmar, Wayne, & Grzywacz, 2006; Hanson, 

Hammer, & Colton, 2006 ; van Steenbergen, Ellemers, & Mooijaart, 2007）。 

Frone（2003）認為廣泛瞭解工作-家庭介面應該要包含「衝突」和「促

進」的形式，並定義工作家庭平衡是指低水準的工作家庭衝突結合高水

準的工作家庭促進。因此，本研究以「衝突」和「促進」的觀點，欲以

闡釋工作－家庭平衡的概念。 

一、工作-家庭衝突 

 (一)角色衝突 

Kahn、Wolfe、Quinn、Snoek和Rosenthal（1964）認為角色是在個

體與他人互動的過程中產生，當個體面對不同的角色期望，開始相互抵

觸，則發生角色衝突的情形。個體經常扮演一種身分以上的情況，是為

多重角色的經驗，Lenaghan和Sengupta（2007）認為個人在多重角色的

承諾，與角色要求相對應，並且角色要求可能誘發個人沉重壓力。亦即，

個體在職場中同時具有主管、部屬及同事等多重身分，當各種角色被附

有角色的期望時，則容易產生工作角色衝突的情況；反觀個體具有多重

家庭角色，則亦然如此。 

再者，亦依據角色衝突，認為員工在工作環境中需要達到主管對於

工作的要求，又必須身兼親職角色照顧年幼的孩子，在兩個角色皆需要

投入相當多的時間，對於不可逆的時間資源裡，肩負工作與家庭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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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時間上付出容易造成衝突，同時也可能因達不到其要求使得個體出現

壓力。 

Kahn et al.（1964）認為角色衝突的類型為(1)角色間衝突(2)角色內

衝突，兩類。角色間衝突是指個體同時扮演多種角色，無法彼此兼顧，

而造成角色衝突；角色內衝突則為對個體的單一角色，能力尚無法達成

各類角色期望所引起的衝突。 

Clark（2000）以角色衝突的觀點，認為工作-家庭平衡是當個體從

工作或家庭中獲得滿足與良好的功能時，能使個體在兩個場域之間的角

色移轉降至最低衝突，則平衡逐漸產生。在過往的研究也多以衝突的概

念來闡述工作家庭平衡。 

(二)外溢觀點 

當角色個體從一個場域轉換至另一個場域時，也將情感、態度、行

為和技巧等一併帶入另一個場域之中。例如，過度投入工作可能會使家

庭帶來影響，而個體在家庭中所獲得的訊息、感受等也可能影響其在工

作中的表現，在這兩個獨立的場域之下經由角色轉換而相互影響，稱之

為「外溢」（Zedeck & Mosier, 1990）。 

Hanson et al.（2006）依據外溢的觀點，認為工作與家庭角色呈現負

相關，說明了角色在工作與家庭之間具有補償作用。換言之，在職場獲

得不到工作成就感的人，較可能把心力轉向對家庭的付出，以獲取家庭

的溫暖。 

二、工作-家庭促進（Work-Family Facilitation） 

(一)工作-家庭促進 

工作-家庭促進認為工作與家庭各自提供個人技能、自尊及其他福利

等資源，將有助於個人在工作與家庭兩個場域的表現（Voydanoff, 

2004）。此外，有學者發現工作與家庭生活中任一種角色的扮演，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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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參與另一角色的生活，能夠有助於扮演好另一角色的要求

（Grzywacz & Bass, 2003；Greenhaus & Powell, 2006）。例如：職業婦

女具有工作與家庭的雙重角色身分，在家族或職場內可向同樣擔任相同

角色的人，經由經驗分享或參與家庭與職場活動的方式，學習擔任該角

色的任務。於此，與工作-家庭促進相似的概念的有工作-家庭正向外溢、

工作-家庭增強、工作-家庭豐富等（Wayne, Grzywacz, Carlson, & Kacmar, 

2007） 

(二)正向外溢 

正向外溢（positive spillover）指出心情、價值觀能夠讓個體從一個

場域轉換至另一個場域，使得這兩個場域更趨於相近（Hanson et al., 

2006），有學者認為，工作家庭生活中某一角色的技能、行為及價值觀

能夠被另一場域所影響和接受（Carlson & Grzywacz, 2008; Poelmans, 

Stepanova, & Masuda, 2008）。亦指一個角色所認知到的經驗、想法和感

覺，當轉換至另一個角色時，能夠正向影響對家庭的經驗、想法和感覺，

使得工作與家庭的場域更為相似（Poelmans et al., 2008）。 

據此從外溢的概念，瞭解工作與家庭角色的資源無法劃定明確地範

圍，亦即工作角色和家庭角色在轉化的過程，兩者資源可能具有相互重

疊的影響。外溢觀點認為工作與家庭角色在資源方面相互牴觸，因此造

成工作與家庭的衝突；正向外溢觀點則認為工作與家庭的角色經驗可以

相互助益，因此做為工作與家庭促進的觀點之一。 

(三)工作-家庭增強 

工作與家庭增強（work-family enhancement）可經由參與多元生活

角色的經驗中獲取社會和心理的資源（Ruderman, Ohlott, Panzer, & King, 

2002）。例如：可同時擔任社會志工、父親、學生及業務員等角色，從

各場域的歷程中獲得信任、社會資本及報酬等各類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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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工作-家庭豐富（work-family enrichment） 

Greenhaus 和 Powell（2006）認為豐富化是個人在某一個角色情境

之下所獲得的經驗，可以增進個人在其他角色的生活品質，亦即工作角

色的經驗能夠提升家庭生活品質（Carlson, Kacmar, Wayne, & Grzywacz, 

2006），例如：照顧小孩或家人培養出來的責任感、耐心及人際互動技

巧等，可以將其轉而運用到工作表現上。Grzywacz和 Marks（2000）研

究發現，家庭工作豐富化對個人的家庭角色對其工作角色有正向的影

響。Butler、Grzywacz、Bass和 Linney（2005）研究也證實工作-家庭衝

突與工作-家庭豐富化的結合，可用以衡量個體工作-家庭平衡的程度。 

綜合以上論述，工作家庭促進強調工作和家庭各種正面經驗的重要

性，學者認為工作家庭促進是指工作（或家庭）參與的經驗在某程度上

容易憑藉家庭（或工作）經驗、技能和機會來獲得發展（van Steenbergen 

et al., 2007 ; Wayne, Musisca, & Fleeson, 2004）。換言之，家庭照顧經驗

裡所形成的正面特質，例如：細心及耐心等，能夠「轉化」用於的工作

生活中，例如：耐心完成瑣碎的工作內容等。 

三、工作-家庭平衡 

衝突觀點認為，個體嚙合於工作及家庭等多重的角色，將能夠創造

正面效益（Lenaghan & Sengupta, 2007）。亦即，當個體能夠有效分配自

身資源，使資源效益達到最大化，將角色衝突降至最低，不僅能夠完成

上級交辦的工作，也負起照顧好家庭的責任，使個體在工作與家庭之間

的角色衝突降低趨於角色平衡，因而達到工作-家庭平衡之結果。 

促進觀點認為，個體在扮演一個角色時，可以透過學習經驗產生新

的行為和技能，幫助另一角色產生正面的效益（Greenhaus & Powell, 

2006; Hanson et al., 2006）。例如：女性經理人在養育孩子或者在其他關

係中參與指導，其養育和指導的行為中，皆有「教導」的意涵在內，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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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可把養育孩子所學習到的經驗，包括瞭解對象、引發個體動機，以及

學習發展等方法，複製應用到相似的角色情境當中，幫助指導者角色的

建立與適應。 

綜合上述所示，本研究認為工作家庭平衡的概念取決於「衝突」與

「促進」間的動態機制，前者較為消極的態度，後者則為積極的觀點。

當個體在追求工作-家庭平衡時，也依然存有工作、家庭角色衝突的情

形，在角色衝突對於個體而言不致形成過大的壓力情況下，角色的轉換

能夠自在協調，亦為達至工作-家庭平衡之狀態。 

四、小節 

從文獻所揭櫫，當個體身兼多重角色的時候，其知識、經驗、態度

等會隨著角色的轉換，被帶至另一者角色，因此個體資源常伴隨著角色

轉化在流動。當個體扮演多重角色時，其個體資源將被多個角色所瓜

分，使得資源將可能無法明確地被分割開來使用，因此在扮演各種角色

時，角色特質可能無法在各個場域中被明確地界定。然而，無論是衝突

或促進的觀點，其關鍵在於個體資源的利用與分配，因此可以藉由時間

管理、行動學習等方式，彈性使用個體資源，使之產生最大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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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職場靈性 

近十幾年來，靈性相關議題在臨床護理、心理諮商、哲學、宗教、

生死學等領域持續被探討，然而職場靈性在臺灣學術界是一個相當新的

研究領域，目前正處於初步的研究階段（Sheep, 2006），其概念關係到

組織價值、組織氣候、績效、領導，以及工作家庭平衡等議題（Duchon,  

& Ashmos，2005; 黃朝盟、李俊達，2012）。 

一、靈性的意涵 

超個人心理學將人視為身（body）、心（mind）、靈（spirit）的綜

合體，亦即身體、心理、精神相互協調的結果。身包含人的實體與生理

機能的部分。心則為知、情、意三者潛能的實現過程，其中知就是學習、

理解、判斷方面的智能；情是瞭解與管理情緒，並與人溝通、協調、互

動；意即是面對挫折、逆境時的意志力與抉擇（傅佩榮，2003）。靈則

與人的獨特精神有關，是人存在的本質及活力，驅使人發覺意義及目

的，尤其面臨各種危機及需求的時候，這股力量會在生命中展現而出（區

載怡，2005）。換言之，心與靈的層次必須透過身體的實際行動來執行

人的內在價值；心透過知、情、意的交互作用，理解與適應外在環境快

速變遷所產生的問題；而靈給予生物有機體的活力及生命氣息，雖然無

法描述靈的具象為何，但這道「無形的力量」似乎能激發人的無限潛能，

看似抽象卻扮演著主導的角色。 

靈的層次主要包含兩種特性：整體性與根本性（傅佩榮，2003）。

整體性是指能夠兼顧生命的所有面向，生命是橫跨過去、現在、未來的

精采展現，唯有執著，才能為自己的生命負責；根本性則是指對生命至

深的關懷，對自己的人生有所定見，自我超越擺脫困境，使心靈達到自

在安頓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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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Maslow在 1969年結合McGregor（1957）的 X理論和 Y理論

（Theory X and Theory Y），提出修正性需求層次理論－Z理論（theory 

Z）。此理論強調人的生活存在著六種需求，從低至高的需求層次依序

為：生理需求（physiological needs）、安全需求（security needs）、社

會需求（social needs）、尊重的需求（self-esteem needs）、自我實現需

求（self-actualization needs）、以及超越性靈性需求（transcender needs）

（莊耀嘉，2004），而超越性靈性需求又稱「精神性需求」或「超越自

我實現的需求」（若水，1992）。 

馬斯洛認為高峰體驗（peak experiences）與高原體驗（plateau 

experiences）對於自我實現者甚為重要（劉嬅，2006）。高峰體驗是指

短暫性的狂喜、入迷與極大的幸福感及喜悅，能夠感受到自我真實的存

在性價值；高原體驗是指日常生活中體驗到的平和與寧靜。然而，靈性

的成長經常源自於痛苦的經歷，而非愉悅及肯定等過程，因此提出「最

低點體驗（nadir experience）」的概念，強調瀕臨死亡者對自我實現者

的意義（郭永玉，2002）。換言之，高峰體驗與高原體驗的過程是為自

我實現的一部分，兩者體驗對於人生皆具有正面的體悟，亦即自我實現

的層次。然而，靈性成長可能需要體驗許多地挫敗苦痛，透過省思內化

的過程，將負面經驗轉化為正面的人生價值觀，則促使個體進入超越性

靈性層次的可能。 

靈性是個人的內在經驗的整合，亦即為靈性經驗。依據 Atchley

（2009）在過去十年彙整出受訪者對靈性經驗闡述的結果，顯示靈性經

驗存在於各種不同的生活情境當中，包括日常生活的經驗、宗教活動、

自然的環境或者人際互動的環境、社區的活動，甚至是工作環境當中。

而靈性經驗的特性包括，平靜的、憐憫的、思緒清晰的、有洞察力的、

自我轉換等（Atchley, 2009）。換言之，人在日常生活中透過生理或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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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的經驗、自我覺察與內在心理活動的歷程，促使靈得以體悟出對人生

的意義，然而每個人的生活際遇不同，對人生意義有著不同的體認，也

因此靈性具有其獨特性。 

杜明勳（2003）認為靈性是一種動態的過程，是個人對生命最終價

值所堅持的信仰或信念，涵蓋至個人生活、社會及精神（理性與知性判

斷）之意義與目的。彭慧玲、劉相弦（2007）也認為靈性是一種生活方

式，靈性涉及我們做的每件事，包括我們為何工作、工作意義與人生目

標。因此，靈性是為生命帶來意義與方向，也是一種有活力的能量（張

淑美，2007）。 

再者，靈性也視為一種連結的力量，包含愛和體諒，能夠填補個人、

社群、紀律、文化及宗教之間的分歧（Derezotes, 2006）。靈性能使個

人產生愛、智慧、喜樂、慈悲、真實感與同理心等，達到身心靈平衡的

完整個體，並發現自己存在的意義，對自己的生活、家庭、工作與所屬

的組織產生認同，並讓組織未來有更好的發展（Howard，2002；Marques, 

Dhiman, & King，2007；張淑美，2007）。此外，研究發現靈性高的人

較容易維持家庭及婚姻的穩定，其對於家庭角色的身分也較為拿捏得宜

（Perrone, Webb, Wright, Jackson, & Ksiazak, 2006），以及靈性對個人工

作價值觀的發展產生影響力（Dudeck, 2004）。 

綜合以上論述，靈性是個體對自身生活方式的哲學觀及價值觀，其

蘊含著人類理性、感性及知性等複雜層面的應用，其無形的力量會影響

個人對環境的適應能力及行為表現，甚而影響個人處事態度與人際關

係，也往往牽絆身心靈的健康。 

二、靈性與宗教 

依據牛津英語辭典（Concis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2009）的解

釋，宗教是一種特別的信仰及崇拜體系，具有其特有的規矩習慣。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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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顯示，宗教也是社會增強的方式之一（Baetz, Bowen, Jones, & 

Koru-Sengul, 2006）。 

Allport 和 Ross 早期的研究（1967），將宗教劃分為外在取向宗教

（extrinsic orientation）和內在取向宗教（ intrinsic orientation）兩種

（Macavei & Micleam, 2008）。外在取向宗教將信仰視為利益價值，目

的在於能使個人得到生命安全、社會地位、獲得援助撫慰等，對於個人

生活方式的一種支持，屬於實用取向，如：道教拿香祈福、佛教徒給人

慈悲為懷的印象等。相對地，內在取向宗教將信仰視為一種內在的渴

求，信仰者透過宗教的經典（如：佛教經典、基督教聖經等）將其宗教

理念內化至心靈深層面，以追求內在安定和超越自我內心需求等為目

的，且發現此類信仰者比較能夠掌握自己的內在動機。換言之，外在取

向宗教希望個體能夠維持內在平衡的狀態，可以透過宗教信仰和儀式來

尋求內心安定的撫慰方式；而內在取向宗教旨在驅使個體心靈與宗教理

念互為融合，希望個體超越自我的慾望及追求內在深層的價值，同時感

受當下每刻的存在感，從而發現內在取向宗教與靈性，兩者在對於超越

內在的自我有異曲同工之處。 

靈性經驗是從生活經驗的體悟結果。靈性經驗（spiritual experience）

是個體從心轉化靈的經驗，轉化的經驗從開悟、自我實現到治療過程中

在身體、心智或精神方面經歷的改變，乃至於生活方式的改變等範圍（陳

家倫，2004），且靈性涵蓋的範圍相較於宗教經驗來的較為廣泛，並且

強調非宗教性經驗及超越宗教性（陳家倫，2004 ; Atchley，2009）。 

宗教則屬於某種信仰組織的信念與儀式，靈性則較為著重於個人生

命意義的探索、追求超越等個人內在主觀經驗（Bregman, 2006 ; Hyman & 

Handal, 2006）。換言之，無宗教信仰者本身也是有靈性的，其靈性經驗

可以透過工作、人際關係、自我覺察與生活磨練等方式來養成，然而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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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被視為發展靈性的主要途徑可能與民族的歷史文化環境因素有關，但

個體生活經驗是多元化的組成，因此靈性不完全僅仰賴宗教經驗來灌

溉，亦可從生活體驗來觸發。 

三、職場靈性的涵義 

職場靈性是個人在職場的經驗及其感受所發展的思想模式，其跨越

宗教、文化、種族而存在，且任何人在工作環境中都保有靈性（Canda, 

2001），而職場靈性也會受到個人、組織和社會等層面交互作用的影響

（Lopez, Ramos, & Ramos, 2009）。 

職場靈性也被視為個人內在價值的設定，包含誠實、善良、勇氣、

簡樸、意義、自我表現及較高的相互聯結度等（Marques, Dhiman, & King, 

2007）。有學者們指出，職場靈性與組織行為（organizational behavior, OB）

的概念具有較為廣泛的連結性，其中又以轉換型領導、組織公民行為、

組織支持及程序正義等（Marques et al., 2007 ; Pawar, 2009），作為職場

靈性相關議題探討。 

Ashmos 和 Duchon（2000）認為職場靈性包含內在生命（inner life）、

有意義的工作（meaningful work）及共同體（community）三個廣泛的面

向。內在生命是指在工作中有機會表達自己各方面的本質，而不只有身

體表現的才能或智力的工作；有意義的工作是指探索人的相關的舉動，

特別是工作滿意和員工快樂的動作；共同體是指人想要讓自己的感覺與

工作的人事物彼此連結。 

Pawar（2009）認為超越自我利益是職場靈性概念中的基本元素，

靈性能夠為個體導引方向，幫助個體在所處的情境中超越自我，同時激

發個體對他人做出貢獻（King & Chris, 2004）。Fry（2003）則進一步說

明「超越」的目的即為他人服務，因此就會有超越自我利益的行為表現。

Duchon和 Ashmos（2005）也認為組織成員儘管有經濟層面的現實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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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會想要額外從事一些重要的事情。換言之，當個人面對實際的生活，

需要處理許多生活瑣事，職場靈性助人行為的內在動機，能夠讓人超越

經濟因素的限制。 

Duchon 與 Ashmos（2005）將職場靈性視為一種分享、負責及承諾

的觀念，能夠將組織成員連結起來。Pawar（2009）也認為，組織公民

行為是職場靈性外在行為的展現，顯示職場靈性在工作環境中有助於利

他行為的展現（Fry, Vitucci, & Cedillo, 2005 ; Stevison, Dent, & White, 

2009）。Marques、Dhiman 與 King（2007）認為個人靈性在職場中容易

出現兩種行為表現：(一)與同事相處能保有彈性；(二)充滿正向的工作態

度（applying positive attitude）。換言之，利他行為與正向工作態度，能

夠透過人際互動分享的方式，將正面能量傳遞給他者，逐步釀造組織成

員的關係，因此利他行為及正向工作態度等可視為連結組織成員的媒介

物之一。 

Ashmos 和 Duchon（2000）提出職場靈性可視為一種「轉化」。de Klerk

（2005）指出生命的意義是一種彼此的承諾，致力於滿足生命的目的。

Kinjerski和 Skrypnek（2004）認為深層的意義其實就是對自利的超越。

Milliman、Czaplewski 和 Ferguson（2003）則認為工作的意義則是對他

人有所貢獻，亦即為他人提供服務。換言之，當個體賦與所處環境獨特

的意義，並且能夠超越個人的利益及為他人有所貢獻等獲得經驗與體悟

的價值，使內在產生真實的改變，致使發現工作對自我的價值存在；反

之，價值的失落等同於存在的空虛。 

Karakas（2010）彙整過去研究職場靈性與組織績效相關的文獻發

現，職場靈性能促進員工(1)幸福感和生活品質;(2)確立工作意義及目

的;(3)共同體的聯結。Sheep（2004）將職場靈性整合成四類，包括(1)自

我與工作環境的整合;(2)有意義的工作;(3)自我超越; (4)工作中的內在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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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發展。Ashforth 和 Pratt（2003）則整合成三構面(1)自我超越;(2)整體

性與一致;(3)成長。Milliman、Czaplewski和 Ferguson（2003）則分為(1)

有意義的工作;(2)共同體意識;(3)與組織價值一致，等三類。其中，工作

意義、社群聯結感與價值信念等個人靈性，會對個人生涯發展產生正向

影響（Dudeck, 2004）。換言之，職場靈性能夠使個體對「自我」、「工

作環境」及「組織成員」產生深層的價值，亦有提升個人生活品質之效

用。 

四、小節 

企業組織邁入人本化管理之際，逐漸重視員工的內在價值，而靈性

是生命的核心價值，亦為與外在各種人事物等產生關係的聯結橋梁。綜

上，對於靈性的討論並非等同於宗教行為或神學，而是藉由宗教體系及

其形式，幫助組織成員在職場環境中探索自我的價值及發展人道關懷

等。然而，組織欲培養員工的職場靈性，則可從組織作息及籌辦組織社

團活動等非正式多元訓練方式養成員工的職場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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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組織公民行為 

一、組織公民行為的意涵 

在過去二十年有許多的研究結果顯示組織公民行為（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s, OCB）對個人、團隊、組織的效能帶來重要的貢獻

（Organ, Podsakoff, & MacKensie, 2006）。組織公民行為是一種組織行

為，其「超越」標準的工作表現，促使任何組織能夠有效運作的關鍵（Kane, 

Magnusen, & Perrewé, 2012），也是企業難以模仿的關鍵資產（Podsakoff, 

Whiting, Podsakoff, & Blume, 2009）。換言之，組織公民行為能夠促使

組織展現其獨特性的一面，也因此為組織帶來競爭力。Podsakoff 等人

（2009）整理近來組織公民行為相關的研究，在顧客滿意度、組織獲利

能力（organizational profitability）及組織效能等方面皆呈現正相關。 

Organ（1988）提出組織公民行為的概念，緣起自 Barnard（1938）

和 Katz（1964）的思維發展而出（Jahangir, Akbar, & Haq, 2004）。Barnard

（1938）認為想要有效達成組織目標，組織成員為組織付出協作努力的

意願是不可或缺的，亦即「合作意願」為達成任務的必要條件。Katz（1964）

提出員工「角色外行為（extra-role behavior）」和「角色內行為（in-role 

behaviors）」的概念。角色外行為是指員工為達成組織所預設的結果，

願意付出額外的努力，亦即強調自主行為的重要性，例如：員工自動自

發、合作、尊重制度、創新、自我訓練及良好的儀態等角色外行為的展

現（Katz, 1964）。相對地，角色內行為是指個體工作的一部分，並且被

組織的正式獎酬制度所承認（Katz & Kahn, 1978），例如：每天工作需

滿八小時、完成所有必要的任務等（Williams & Anderson, 1991）。換言

之，組織成員必須完成所屬工作職掌的內容，其工作結果的質與量也會

做為個人績效的依據。因此，Organ（1988）定義組織公民行為是指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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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工作說明書所規範的自發性工作行為，其自發性意願不受組織正式報

酬與管理制度所影響。 

Organ（1988）將組織公民行為包含有利他行為（altruism）、盡責

（conscientiousness）、禮貌（courtesy）、運動員精神（sportsmanship）

及公民德性（civic virtue）等五個行為構面作為探討。1. 利他行為是指

能夠協助其他組織成員盡快適應工作或幫助其解決工作問題，例如：幫

助、分享、捐贈、合作及自願性等（Brief, & Motowidlo, 1986）；2. 盡

責是指組織成員都應盡其所能地達到組織的要求，例如：倘若員工因故

無法工作時，應提前向公司告假；3. 禮貌是指主動通知其他組織成員工

作上可能會發生的問題，則可節省管理者許多處理問題的時間與精力，

亦即組織成員處理問題盡可能周全，以避免問題接連擴大；4. 運動員精

神是指組織成員能夠容忍工作上的不便之處，例如：不抱怨工作上瑣碎

事務；5. 公民德行是指組織成員都有責任參與組織的活動，亦即組織成

員以積極地態度參與組織各項議題的討論，清楚瞭解組織發展的動向。 

二、組織公民行為的理論基礎 

（一)社會交換理論 

Homans（1961）在交換的社會行為內中提及，人際互動是一種行為

過程，並且雙方在參與的過程中交換有價值的資源，亦即所交換的資源

能夠彼此滿足個別的需求或助益對方解決其困難。 

Blau（1964）提出社會交換理論（social exchange theory），認為人

與人間之所以會交換，是因互惠規範（norm of reciprocity）的觀念，因

而再將交換關係區分為 1.經濟交換關係（ economic exchange 

relationship）；2.社會交換關係  (social exchange relationship)（Blau, 

1964）。經濟交換關係強調金錢、物質資源等外在性（extrinsic）報酬；

而社會交換關係則是彼此提供情感層面的內在性（intrinsic）報酬，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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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沒有具體的義務規範，只能期望對方能以某種形式進行回報

（Kankanhalli, Tan, & Wei, 2005）。換言之，經濟交換關係較能夠具體

估量交換物件的實質內容與效益，如：資方徵求勞方提供 8小時的勞務

後給予 840元的報酬，而勞方能夠接受此條件的情況下，則雙方具有經

濟交換關係。社會交換關係則較無法明確估量交換物件所帶來的實質內

容與效益，例如：一方提供為他方提供人脈資源，他方為一方給予情緒

的撫慰等。 

然而，無論是經濟型或社會型的交換關係，兩者共通之處在於一方

願意提供幫助他方的利他行為，使雙方的需求能夠因此獲得滿足。在社

會交換理論中，信任（trust）被認為是重要的構面，信任能使雙方建立

平等的對話（Randall, Prybutok, & Gravier, 2011），在吳盛、林東清、林

杏子（2006）的研究結果得到相互溝通、相互瞭解與信任呈正向關係。 

依據社會交換關係的論點，當員工信任組織願意為自己提供有形無

形的助益，也確實改變實際的情況時，員工將「回報」相同或相對等價

的付出，願意主動為工作夥伴、組織努力奉獻，因此組織公民行為從此

論點而言可視為員工對組織的回報行為。 

（二）偕同關係觀點 

協同關係（covenantal relationship）的概念最早見於政治學家 Inkeles

（1969）的「積極公民特徵」（active citizenship syndrome），並認為服

從（obedience）、忠誠（loyalty）和參與（participation）三項公民道德

責任用以形塑積極公民的行為，通常擁有此三項特質的公民不僅主動瞭

解影響社區的議題，也願意與他人分享資訊、提升自我治理，以及鼓勵

他人仿效等。 

偕同關係則基於承諾、信任及共享價值觀等思維所建立的互動關係

（Inkeles, 1969）。Van Dyne、Graham和 Dienesch（1994）也認為偕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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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是組織成員與組織之間彼此承諾的互惠信念，同時也希望組織成員

能夠接受與內化組織價值觀。換言之，以相互肯定、信任、承諾及共同

價值等內在激勵的方式建立雙方的偕同關係，藉而能夠激勵員工內在環

境促進其職場行為的表現，使員工自願為集體利益付出其努力。因此，

Van Dyne 等人（1994）把協同關係的概念作為組織公民行為的基礎理

論，並且也證實協同關係與組織公民行為之間具有正向關連性。 

依循上述論點，交換關係利他行為發生的動機可能來自於個人其他

目的所驅使，希望現有的付出可以為當前或將來解決問題，抑或是換取

其他的價值；相對的，偕同關係助人行為受員工對組織認同感所影響，

當員工對組織的共識程度越高，則希望與組織相互共存，因此願意提供

較高的努力，但是要如何能維持共識，則為另則值得探討的議題。 

三、組織公民行為的構面 

學者認為組織公民行為是由多重構面所組成指標（Organ, Podsakoff, 

& MacKenzie, 2006），且單一構面較不符合組織公民行為的指標（姜定

宇、鄭伯壎，2003），亦即組織公民行為是一種行為的展現，許多行為

表現可以用來說明組織公民行為，例如：給予同事工作建議、提供人力

支援等，故不宜僅聚焦於單一構面的向度上。 

Williams 與 Anderson（1991）將組織公民行為分成 1.對組織成員有

利的組織公民行為（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individuals, 

OCBI）；2.對組織有利的組織公民行為（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organization, OCBO）兩個部分。其中，OCBI是指遵從主管的指示、盡

力協助同事等行為；OCBO 是指維護組織名譽、保護組織資源等舉止

（Williams & Anderson, 1991）。Şöheyda Göktürk（2011）則認為在 Organ

組織公民行為的利他行為與禮貌兩構面，與 OCBI的概念相似；而盡責、

運動員精神及公民德性三構面，則與 OCBO的概念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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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rh、Earley和 Lin（1997）提出組織公民行為的五構面有對公司的

認同（identification with the company）、對同事的利他行為（altruism 

toward colleagues）、盡責（conscientiousness）、人際和諧（interpersonal 

harmony）及保護公司資源（protecting company resources）。茲依序說

明為 1.對公司的認同：是指組織成員願意關心組織營運狀況和提供建

議，又或是保護組織名譽及透過組織成員的努力提升組織的形象等；2.

對同事的利他行為：是指在任務相關的事件中對某個特定的組織成員或

小團隊施予協助；3.盡責：是指組織成員應該遵守組織規範，並且為自

己的工作負責；4.人際和諧：是指組織成員在追求個人利益時，不做損

害他人及不利組織的行為；以及 5.保護公司資源：則是指組織成員應避

免負面行為及公器私用的情形發生。 

四、小結 

綜合上述文獻揭示，角色內行為是每位員工必須完成的角色規範行

為，亦為工作要求。而組織公民行為強調員工在職場中所展現的利他行

為，亦為非正式工作要求。而利他行為的展現需要仰賴員工自發性的投

入，倘若員工都能秉持自發性的精神，則可為自身帶來更多的機會與經

驗，以及為組織創造許多的價值，例如：員工能夠秉持自發性的精神，

主動為工作夥伴排除問題。從局部而觀是助益工作夥伴的工作狀況，從

整體組織而觀是為讓整個組織能夠流暢運作，此外組織公民行為的展

現，能夠接觸不同的經驗，亦可拓展職場的人際關係，是故能累積個人

社會資本的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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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各變項之關聯性 

依據前述各節有關工作倦怠、工作家庭平衡、職場靈性及組織公民

行為等各個變項之文獻探討，本節將推導各變項的關聯性，並建立本研

究假設。 

一、工作倦怠與組織公民行為的關係 

Chiu和 Tsai（2006）以旅館及餐廳員工為研究對象，發現工作倦怠

中的「情緒耗竭」及「降低個人成就感」構面與組織公民行為之間具有

負向關係，但「去人性化」與組織公民行為之間並沒有顯著相關。Van 

Emmerik、Jawahar 和 Stone（2005）在工作倦怠中「降低個人成就感」

構面與組織公民行為的關係為負相關。Sesen、Cetin 和 Basim（2011）

以護士為研究對象，研究結果顯示工作倦怠的「降低個人成就感」與利

組織型組織公民行為的關係為負相關。潘孝富、譚小宏、秦啟文、王蕾

（2010）以教師為研究對象的結論為，工作倦怠對組織公民行為的關係

具有顯著負相關。因此本研究推論工作倦怠與組織公民行為之間應具有

關聯性。 

遂提出，研究假設一（H1）：工作倦怠對組織公民行為具有負向影

響。 

二、工作倦怠與職場靈性的關係 

過去在工作倦怠的相關性研究中，主要為工作績效、工作壓力、離

職意願、工作滿足、組織公民行為等相關性研究（林繼正、陳淑芬，2008；

Chiu & Tsai，2006；黃良傑、黃新福，2008），迄今尚缺乏工作倦怠與

職場靈性之關聯性證據佐證，是故本研究以間接性調查研究結果推導工

作倦怠與職場靈性之相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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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 Ashmos與 Duchon（2000）認為職場靈性的主要內涵包括內在

生命（inner life）、意義的工作（meaningful work）、共同體（community）

三個構面。從何郁玲（1999）針對中小學教師之研究結果顯示，職業倦

怠與生命意義感之間具有負相關。王惠玲（2012）地方稅務人員為研究

對象，也發現生命意義與工作倦怠之間具有顯著的負相關。在何郁玲

（1999）和王惠玲（2012）的研究結果獲得工作倦怠與工作意義呈負相

關的結果，而工作意義又為職場靈性中的構面之一，因此本研究推論工

作倦怠與職場靈性應具有關聯性。 

遂提出，研究假設二（H2）：工作倦怠對職場靈性具有負向影響。 

三、職場靈性與組織公民行為的關係 

Stevison、Dent和 White（2009）認為職場靈性會影響員工在工作場

域的態度和行為，且有助於個人與同儕們的正向性互動。Claude和 Zamor

（2003）也認為職場靈性高者容易將自己與職場作緊密的連結，也會傾

向去協助同儕。換言之，職場靈性較能夠讓組織成員產生較高的正向能

量，在職場中重新探索、省視自己的生命意義，進而對組織產生認同感

與歸屬感，並且在人際相處的過程中將正面能量影響給他人。 

從 Rastgar、Zarei、Mousavidavoudi 和 Fartash（2012）研究結果發

現，職場靈性對組織公民行為與組織績效呈顯著正向的影響。蔡育哲

（2007）的研究結果顯示，員工工作靈性與個人組織公民行為呈現顯著

的正向關係。謝書怡、許金田（2011）的研究也顯示職場靈性在企業社

會責任知覺（自發責任）與組織公民行為（個人導向、組織導向）間具

有中介效果。因此，本研究推論職場靈性與組織公民行為應具有關聯性。 

遂提出，研究假設三（H3）：職場靈性對組織公民行為具有正向影

響。 

四、工作家庭平衡與職場靈性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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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 Ashmos和 Duchon（2000）定義職場靈性包含內在生命（inner 

life）、有意義的工作（meaningful work）及共同體（community）三個

廣泛的面向，職場靈性是個人在職場的經驗及其感受所發展的思想模

式，其跨越宗教、文化、種族而存在，每個人在工作環境中也都保有其

靈性（Canda, 2001）。再者，Barnett（1998）認為工作家庭平衡是實現

生活經驗的一種，當個人在處理工作與家庭要求時，所產生的協調性或

衝突感。換言之，工作家庭平衡是為個體整合工作與家庭的生活經驗，

使內心感到自在協調的狀態。 

從 Rosso、Dekas和Wrzesniewski（2010）的研究認為工作的意義可

能來自四個方面：1.自我（self）：包含價值觀、動機、信念等；2.他人

（others）：包括同事、領導者、團體與社群，以及家庭；3.工作脈絡（work 

context）：諸如工作設計、組織任務、非工作要求、國家文化等；及 4.

靈性生活（spiritual life）：包括心靈與宗教的召喚（callings）。換言之，

個人的靈性可能藉由個人、家庭、工作及組織等多元經驗的影響而形

塑。因此，本研究認為工作家庭平衡與職場靈性應具有關聯性。 

遂提出，研究假設四（H4）：工作家庭平衡對職場靈性具有正向影

響。 

五、工作家庭平衡與組織公民行為的關係 

工作家庭促進認為，工作與家庭各自提供個人技能、自尊及其他福

利等資源，將有助於個人在工作與家庭兩個場域的表現（Voydanoff, 

2004），亦即企業可擬定家庭促進方案或制度，促進員工職場與家庭的

關係。游千慧（2011）以百大金融業人員為研究對象，研究結果發現工

作家庭人力資源實務會正向影響組織公民行為。劉京菊（2010）工作家

庭文化對教師組織公民行為具有正向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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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從 Bragger、Rodriguez-Srednicki、Kutcher、Indovino 和 Rosner

（2005）研究發現工作家庭衝突會降低組織公民行為的表現。劉美惠

（2008）的研究結果，也認為工作家庭衝突對於組織公民行為有負面關

係。而當個體經常扮演一種身分以上的情況，是為多重角色的經驗，亦

即工作與家庭的角色即是多重角色的概念，Clark（2000）以角色衝突的

觀點解釋工作-家庭平衡，意指當個體從工作或家庭中獲得滿足與良好的

功能時，能使個體在兩個場域之間的角色移轉降至最低衝突，則平衡逐

漸產生。換言之，工作家庭平衡與組織公民行為呈正相關。因此，本研

究推論工作家庭平衡與組織公民行為應具有關聯性。 

遂提出，研究假設五（H5）：工作家庭平衡對組織公民行為具有正

向影響。 

六、職場靈性在工作倦怠與組織公民行為之間具有中介效果 

依據 Chiu和 Tsai（2006）以旅館及餐廳員工為研究對象，發現工作

倦怠中的「情緒耗竭」及「降低個人成就感」構面與組織公民行為之間

具有負向關係，但「去人性化」與組織公民行為之間並沒有顯著相關。

潘孝富、譚小宏、秦啟文、王蕾（2010）以教師為研究對象的結論，亦

為工作倦怠對組織公民行為的關係具有顯著負相關。亦即從過往研究結

果顯示，工作倦怠與組織公民行為具有相關性。 

再者，從謝書怡、許金田（2011）的研究顯示職場靈性在企業社會

責任知覺（自發責任）與組織公民行為（個人導向、組織導向）間具有

中介效果。換言之，職場靈性與組織公民行為之間亦具有其關聯性。因

此，本研究推論職場靈性與工作倦怠對於組織公民行為應皆有關聯性，

故進一步探討職場靈性在工作倦怠與組織公民行為之間是否具有中介

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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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提出，研究假設六（H6）：職場靈性在工作倦怠與組織公民行為

之間具有中介效果。 

七、職場靈性在工作家庭平衡與組織公民行為之間具有中介效果 

依據 Bragger 等人（2005）研究發現工作家庭衝突會降低組織公民

行為的表現。劉美惠（2008）的研究結果，也認為工作家庭衝突對於組

織公民行為有負面關係。以角色衝突的觀點，認為工作-家庭平衡是當個

體從工作或家庭中獲得滿足與良好的功能時，能使個體在工作及家庭場

域間的角色移轉降到最低的衝突，則形成角色平衡（Clark, 2000）。亦

即，「衝突」與「平衡」呈負相關之概念。換言之，工作家庭平衡與組

織公民行為可能呈正相關。 

再者，Stevison、Dent和 White（2009）認為職場靈性會影響員工在

工作場域的態度和行為，且有助於個人與同儕們的正向性互動。Rastgar

等人（2012）研究結果，亦為職場靈性對組織公民行為與組織績效呈顯

著正向的影響。亦即職場靈性與組織公民行為可能呈正相關。因此，本

研究推論職場靈性與工作家庭平衡對於組織公民行為應皆有關聯性，故

進一步探討職場靈性在工作家庭平衡與組織公民行為之間是否具有中

介機制。 

遂提出，研究假設七（H7）：職場靈性在工作家庭平衡與組織公民

行為之間具有中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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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研究以工作倦怠、工作家庭平衡、職場靈性及組織公民行為作為

主要變項，探討變項關聯性及中介機制是否存在。因此，本章將分為七

節詳述研究架構與假設、研究方法、研究流程、資料蒐集方法、研究對

象、研究工具及資料處理。 

第一節 研究架構與實施 

本節將依據第二章相關文獻探討的結果，配合第一章研究動機與目

的，繪製本研究架構，並提出研究假設。 

一、研究架構 

依本研究目的及根據相關文獻理論，建構出整個研究架構，如圖 3-1

所示： 

 

圖 3-1本研究架構 

 

二、研究假設 

依據前述之研究目的、問題與研究架構，提出本研究之假設如下表

3-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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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本研究假設 

研究 

假設 
假 設 內 容 

H1 工作倦怠對職場靈性有負面影響 

H2 職場靈性對組織公民行為有正向影響 

H3 工作倦怠對組織公民行為有負向影響 

H4 職場靈性在工作倦怠與組織公民行為之間具有中介效果 

H5 工作家庭平衡對職場靈性有正面影響 

H6 工作家庭平衡對組織公民行為有正向影響 

H7 職場靈性在工作家庭平衡與組織公民行為之間具有中介效果 

 

第二節 研究方法 

依據研究目的，本研究採以調查研究法來進行，茲說明如下： 

一、調查研究法 

調查研究主要以母群體中抽取出的樣本作為對象加以研究，亦被稱

為樣本調查法（sample survey research）（郭生玉，2005）。調查研究是

指研究者針對那些由母群體抽樣所得出之代表性樣本，透過測驗或問卷

等研究工具來蒐集與研究主題之變項相關聯的資料，之後進行分析，並

以結果來推論母群體內的真實情況（潘慧玲，2009）。 

 



 

41 
 

第三節 研究流程 

本研究流程主要分成三個主要階段共九個步驟（如圖 3-2），茲依序

詳敘說明。 

一、階段 I：準備階段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從期刊、國內外博碩士論文、書籍、專業性雜誌、出版品等管道，

據此發展研究主題。 

(二)文獻探討與分析 

從上述研究管道蒐集國內外有關工作倦怠、工作家庭平衡、職場靈

性及組織公民行為之相關文獻，據此瞭解這些變項的相關理論及內涵。 

(三)擬定研究計劃 

初步擬定計劃內容包含：第一章緒論、第二章文獻探討及第三章研

究設計與實施等，完成後提請指導教授審查與建議。 

(四)研究計畫審查 

經審查委員指導後，根據其建議調整研究計劃的內容。 

二、階段 II：實施階段 

(五)問卷設計與發展 

將研究主題相關的文獻資料，經整理、分析、歸納後，將編製研究

主題相關變項之問卷題項。 

(六)問卷初稿審查 

當問卷初稿設計完成後，請指導教授針對問卷初稿內容進行審查，

並給予建議，做為後續調整內容之依據。 

(七)實施問卷調查 



 

42 
 

本研究採立意取樣，因此在確定研究對象後，將紙本問卷郵寄給他

人，委託他人發收問卷。少部分則以網路郵件的方式，請他人受評測評

量。 

三、階段 III：總結階段 

(八)統計分析 

在受評者填完送回後，檢視問卷是否是完成填答的有效問卷，之後

將有效問卷進行統計分析與檢定。 

(九)撰寫研究結論與建議 

根據統計資料分析的結果，提出具體結論與建議。 

(十)完成研究報告 

將研究成果進行書面的整理後，提請論文的審核以完成研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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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與動機 

文獻探討與分析 

研究計畫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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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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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對象與資料蒐集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便利取樣的方式選擇位於桃園、大高雄地區超過 200 人

（含）以上之 32 家高科技公司，施測對象為公司內正式編制的職員，

做為探討工作倦怠、工作家庭平衡透過職場靈性的中介機制影響組織公

民行為的研究。 

二、資料蒐集方法 

本問卷透過個人人際關係網絡，委託他人進行發放與回收，絕大部

分透過郵寄的方式將問卷寄送至他人手中，極少數採用電子郵件的方式

進行，自民國 101年 11月 7日開始發放研究問卷，至民國 102年 3月 7

日完成問卷回收，共計回收 447 份問卷，經檢視刪除無效問卷 17 份，

共計獲取 430份有效問卷。 



 

45 
 

第五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的研究變項衡量工具主要包括：個人基本資料、工作倦怠、

工作家庭平衡、職場靈性、組織公民行為變項，以下針對各變項之操作

性定義與衡量方式加以說明。 

本問卷題項來自該變項的相關研究，題項內容經文字潤飾，並與指

導教授討論後定稿，問卷內容共分為五個部分，衡量題項共 60 題，問

卷第一部分為個人基本資料，第二部分為工作倦怠，第三部分為工作家

庭平衡，第四部份為職場靈性，第五部分為組織公民行為。 

一、個人基本資料 

個人基本資料依研究對象可分為性別、年齡、婚姻狀況、教育程度、

工作類別、總工作年資等六構面，其內容如下表 3-2。 

表3-2個人基本資料之題項 

構面 題 項 內 容 

性別 男性或女性 

年齡 
15-19歲、20-24歲、25-29歲、30-34歲 

35-39歲、40-44歲、45-49歲、50歲以上 

婚姻 

狀況 
已婚、未婚、其他 

教育 

程度 
國中以下、高中（職）、大學、碩士、博士 

工作 

類別 
技術部門、業務部門、管理部門、研發部門、其他 

總工作 

年資 

未滿1年、1年以上未滿3年、3年以上未滿5年、 

5年以上未滿7年、7年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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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作倦怠 

(一)操作性定義 

本研究有關工作倦怠的定義是引用 Maslach和 Jackson（1981）的觀

點，包括情緒耗竭（emotional exhaustion）、去人性化（depersonalization）

及降低個人成就感（reduced personal accomplishment）三個子構面。情

緒耗竭是指個體在工作過程中與他人互動，因為身體和心理無法應付工

作的要求，而感到精疲力竭、失去興趣與無力感等現象。去人性化個體

以消極冷漠的態度與人互動，將同事或服務的對象視之為「物」對待。

降低個人成就感是指個體不滿意自己的工作表現，對整體工作失去動

力。 

(二)量表來源與信度 

採用Maslach和 Jackson（1986）編製的馬氏職業倦怠量表（MBI），

包含情緒耗竭、去人性化、降低個人成就感三個構面，並參考蘇守謙

（2000）中譯的版本加以適度修改。 

(三)計分方式 

在本研究以 Likert 五點量表衡量，依序計分為「非常同意」者計 5

分、「同意」者計 4分、「普通」者計 3分、「不同意」計 2分，及「非

常不同意」計 1 分。在評量題項中，題號 10-17 為反向題，皆給予相反

的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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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3工作倦怠量表題項 

構面 題 項 內 容 

情緒 

耗竭 

1. 我的工作讓我覺得很累。 

2. 工作結束後，我感到精疲力盡。 

3. 起床後，想到要面對今天的工作，就讓我感到很疲乏。 

4. 與人群工作一整天使我覺得很累。 

5. 我對我的工作感到倦怠。 

6. 我對我的工作感到沮喪。 

7. 我覺得我工作的很辛苦。 

8. 與人共事帶給我很大的壓力。 

9. 我覺得我已經到達極限了。 

去人 

性化 

10. 我能夠很容易了解他人的感受。 

11. 我可以很有效地處理他人的問題。 

12. 我覺得我的工作可以對他人帶來正面的影響。 

13. 我覺得精力充沛。 

14. 和他人在一起時，我可以容易地營造出輕鬆的氣氛。 

降低個

人成就

感 

15. 每當和他人密切地接觸後，我會感到愉悅。 

16. 在這個工作中我完成了許多有價值的事。 

17. 在工作中，我能夠很冷靜地處理自我的情緒問題。 

18. 我覺得我對待一些人的態度是冷冰冰的。 

19. 從事這個工作後，我對待他人變得更不帶感情。 

20. 我擔心這個工作使我變得越來越無情。 

21. 我不在乎他人發生了什麼事情。 

22. 我覺得他人會把他們自己的問題怪罪在我身上。 

 

三、工作家庭平衡 

(一)操作性定義 

Marks、Huston、Johnson和MacDermid（2001）認為當個人感覺到

工作與家庭兩者協調時，則個體正處於工作家庭平衡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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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量表來源與信度 

採用Marks等人（2001）編製的角色平衡量表，並參考張火燦、劉

嘉雯、黃名楊（2010）中譯Marks等人（2001）發展的量表，改編成工

作家庭平衡量表。 

(三)計分方式 

在本研究以 Likert 五點量表衡量，依序計分為「非常同意」者計 5

分、「同意」者計 4分、「普通」者計 3分、「不同意」計 2分，及「非

常不同意」計 1分。 

表3-4工作家庭平衡量表題項 

構面 題 項 內 容 

單一 

構面 

1. 我可以兼顧工作和生活 

2. 我可以在工作與生活中找到樂趣 

3. 在工作與生活中，我滿意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4. 我全力投入工作和生活中的每一件事 

 

四、職場靈性 

(一)操作性定義 

本研究有關職場靈性的定義是引用 Ashmos 和 Duchon（2000）的觀

點，包括內在生命（inner life）、有意義的工作（meaningful work）及

共同體（community）三個構面。內在生命是指在工作中有機會表達自

己各方面的本質，而不是只有身體表現的才能或智力的工作。有意義的

工作是指探索人的相關的舉動，特別是工作滿意和員工快樂的動作。共

同體是指人想要讓自己的感覺與工作的人事物彼此連結。 

(二)量表來源與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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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採用 Ashmos 和 Duchon（2000）提出的衡量職場靈性的量

表的三個構面（內在生命、工作意義、共同體），並參考林惠蓮（2007）

中譯的版本加以適度修改。 

(三)計分方式 

在本研究以 Likert 五點量表衡量，依序計分為「非常同意」者計 5

分、「同意」者計 4分、「普通」者計 3分、「不同意」計 2分，及「非

常不同意」計 1分。 

表 3-5職場靈性量表題項 

構面 題 項 內 容 

內在 

生命 

1. 我覺得生命是充滿希望的。 

2. 我的價值觀影響我的抉擇。 

3. 我認為我是一個重視內在心靈的人。 

4. 祈禱是我生命中重要的一部分。 

5. 我關心同事們心靈的健康。 

工作 

意義 

6. 我在工作中體驗到樂趣。 

7. 我相信我的工作能夠為他人帶來快樂。 

8. 我的工作讓我充滿活力。 

9. 「我所做的工作」與「我生命中認為重要的事物」產生連結。 

10. 在多數的日子裡，我期待工作的到來。 

11. 我了解我個人的工作，與更大的團隊利益其間的關聯。 

12. 我了解工作對我的意義。 

共同體 

13. 我覺得我是工作群體（部門、單位等）中的一份子。 

14. 我的主管會鼓勵我在工作中的成長。 

15. 工作上的許多體驗帶給我個人的成長。 

16. 當我對一些事情感到擔心害怕時，工作組織會鼓勵我提出來討論。 

17. 當我有所顧慮時，我會讓適當的對象知道。 

18. 在工作中，我與同事採取積極的方式，一起解決衝突。 

19. 我在公司裡，能被公正地評價。 

20. 我的公司會鼓勵我在工作上嘗試冒險創新。 

21. 我在工作中找到自我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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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組織公民行為 

(一)操作性定義 

本研究有關組織公民行為的定義是引用 Organ（1988）與 Podsakoff、

Ahearne 和 MacKenzie（1997）的觀點，分別為助人行為（helping 

behavior）、運動員精神（sportsmanship）及公民德性（civic virtue）三

個構面。助人行為是指自願性地幫助組織成員，協助組織成員避免可能

發生的錯誤。運動員精神是指組織成員能夠容忍工作上的不便之處。公

民德性是指組織成員都有責任參與組織的活動等構面。 

(二)量表來源與信度 

此量表為 Podsakoff、Ahearne和MacKenzie（1997）根據Organ（1988）

所提出組織公民行為的三個構面（利他行為、運動家精神與公民德行），

以及MacKenzie、Podsakoff和 Fetter（1993）、 Podsakoff和 MacKenzie

（1994）與 Podsakoff、MacKenzie、Moorman 和 Fetter（1990）的研究

所發展而成，並參考陳滌凡（2009）中譯的版本加以適度修改。 

(三)計分方式 

在本研究以 Likert 五點量表衡量，依序計分為「非常同意」者計 5

分、「同意」者計 4分、「普通」者計 3分、「不同意」計 2分，及「非

常不同意」計 1 分。在測量題項中，題號 11-13 為反向題，皆給予相反

的分數。 

表3-6組織公民行為量表題項 

構面 題 項 內 容 

助人 

行為 

1. 您願意幫助工作進度落後的同事。 

2. 您願意和其他同事分享自己的專業知識。 

3. 當其他同事意見不合時，您會試著扮演和事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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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您會採取一些做法避免和其他同事發生問題。 

5. 您願意花時間幫助在工作上遇到問題的同事。 

6. 當您採取的做法可能會影響其他同事時，您會先知會他們。 

7. 當有同事心情不好時，您會為他打氣。 

公民 

德行 

8. 您會提出有關提升員工工作效能的建設性意見。 

9. 您會冒著被反對的風險表達您相信對公司最好的意見。 

10. 您會出席並積極參與公司的會議。 

運動員

精神 

11. 您總是看事情的負面，而不看好的那一面。 

12. 您會花很多時間抱怨一些瑣碎的事。 

13. 您總是能發現其他同事在工作上的錯誤。 

 

第六節 資料分析 

本研究以 SPSS 20和 Amos 20等統計應用軟體作為問卷資料分析之

工具，所採用的統計方法說明如下： 

一、描述性統計分析 

描述性統計分析是指利用一套系統性的方法與統計技術，對資料進

行整理、描述與解釋，其目的是為了簡化數量龐大的資料，明確說明數

據所代表的意義（邱皓政，2012）。 

本研究運用 SPSS軟體檢視個人基本資料、工作倦怠、工作家平衡、

職場靈性及組織公民行為等研究變項之平均數、標準差及相關係數等基

本統計分析，希望對研究對象能有初步的瞭解。 

二、驗證性因素分析 

驗證性因素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是建立衡量工

具與建構效度的一項方法，適用於檢驗假設因素架構，也具有理論檢驗

與確認的功能。因此，本研究以驗證性因素分析來檢測概念或因素與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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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定的指標間關係是否成立，並推估此相關參數（高美玲、葉美玲，

1999），再刪除擾亂因果分析的衡量變項。 

三、信度分析 

信度（Reliability）是測驗結果的一致性與穩定性（郭生玉，2005），

因此本研究採 Cronbach’s α、組成信度進行分析。Cronbach’s α 值須

≧.50，其 α 值在.70以上則為高信度（Nunnally, 1978）。組成信度值愈

高顯示構面指標的一致性愈高，在.60和.70之間的信度為可接受的，.70

以上代表研究模式內部一致性良好（Fornell & Larcker, 1981），但

Raine-Eudy（2001）的研究指出組成信度值達.50時，測量值已能夠反應

實際情況，表示研究工具具有穩定性。 

四、效度分析 

效度（Validity）是指測驗確實能測量其所欲測量的特質的程度（郭

生玉，2005），亦即測驗結果的正確性，本研究採收斂效度及區別效度

進行檢驗。收斂效度須包含因素負荷量（factor loading, FL）、組成信度、

平均變異萃取量（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 AVE）。張偉豪（2011）指

出因素負荷量至少≧.50，當 FL≧.70則較為理想。平均變異萃取量對於

收斂效而言，AVE≧.50則具有適當的收斂程度，當 AVE<.50 表示構面

解釋測量變數其不可解釋變異大於可解釋變異，可為理想。區別效度則

以平均變異數萃取量法進行評估，其做法將取得每個構面之 AVE 值，

利用 AVE與構面的相關係數平方做比較，AVE須大於相關係數平方，

得以證明區別效度存在（張偉豪，2011）。 

五、共同方法變異 

共同方法變異（common method variance, CMV）是指同時檢測兩個

或兩個以上的構念，結果顯示構念間具有高度的相關性（彭台光、高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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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林鉦棽，2006）。共同方法變異的事前預防措施，分別為隔離式資

料蒐集法（separation approach of data collecting）與問卷設計法（design 

approach of instrument developing）兩大類進行事前處理模式，包含將受

訪者資訊隱匿、題項意義隱匿、變項題項錯置等，作為本研究預防共同

方法變異之措施。 

本研究以 SEM來處理，在執行單因子及多因子驗證性因素分析後，

檢驗前後者模型之自由度與卡方值的差異值是否達顯著，若達顯著差

異，則表示研究結果受共同方法變異的影響不大；反之，則受到共同方

法變異的影響（張偉豪，2011）。 

六、路徑分析 

本研究是運用路徑分析（path analysis）進行結構方程模式分析，探

討各變項之間的關聯性。結構方程模式（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是理論模式（theory-testing）檢定的統計方法，結合因素分析（factor 

analysis）與路徑分析兩種技術（黃芳銘，2007）。 

Hair、Tatham、Anderson 和 Black（1998）提出模式配適度評鑑項

目包含：(1)估計參數中不能有負的誤差變異數存在；(2)標準化係數不能

超過或太接近 1；(3)不能有太大的標準誤。參考不同學者建議之配適指

標，挑選九項指標進行模式配適度評鑑，包含 χ
2、GFI、AGFI、CFI、

RMR、SRMR、NFI、NNFI等指標，以表 3-7加以匯整說明。 

表 3-7結構模式配適度指標 

配適指標 配適標準值 

卡方值 χ
2 

(χ
2 

test) 
越小越好 

配適度指標 GFI 

(Goodness-of-fit index) 

>0.8可接受 

> 0.9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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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後配適度指標 AGFI 

(Adjusted goodness of fit index) 

>0.8可接受 

> 0.9良好 

比較配適指標 CFI 

(Comparative fit index) 
> 0.90 

未標準化假設模型整體殘差 RMR 

(Root mean-square residual) 
<0.05 

標準化殘差均方和平方根 SRMR 

(Standard root mean square residual) 
< 0.10 

增值配適度指標 NFI 

(Normed fit index) 
> 0.90 

考慮模式複雜度後之 NNFI 

(Nonnormed fit index or tucker lewis index) 
>0.90 

資料來源：整理自吳明隆（2007）、張偉豪（2011）。 

七、交叉效度 

交叉效度（cross-validity）為了檢驗模型於跨群組下是否具有一致

性（張偉豪，2011）。研究者以隨機分組的方式將觀察樣本分成兩組進

行比較，並以卡方值差異作為檢定標準，此分析方法建議為 300個以上

之觀察樣本，並同時比較兩組之因素負荷量、迴歸值、變異數及共變異

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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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信效度分析 

本研究採用 Amos 20作為研究分析工具，透過驗證性因素分析進行

研究工具信效度評估，並進一步檢視測量模型之配適程度。信度

（Reliability）方面，以組成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 CR）、Cronbach’s 

α 進行評估；效度方面，則以建構效度檢驗模型品質，其包含收斂效度

（convergent validity）及區別效度（discriminant validity）。 

一、工作倦怠 

本研究針對工作倦怠採用「情緒耗竭」、「去人性化」及「降低個

人成就感」三個構面。經由驗證性因素分析後，由於 DEP1、LPA1、LPA2、

LPA3、LPA4 的因素負荷量為.48、.25、.16、.16、.51，低於.60，顯示

該觀察變項缺乏信度，予以刪除。刪除後重新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發

現，EE2、EE3、EE5 對於 EE1、EE4、 EE6、EE7、EE8、EE9 而言，

具有較高的共同變異程度，因而刪除 EE2、EE3及 EE5題項，上述被刪

除的八題題項將不採用於後續假說檢定中（表 3-8）。  

表3-8工作倦怠量表信度及收斂效度分析表 

構面 題號 
題項 

編碼 

刪題前 

FL 

刪題後 

FL 
Cronbach’s α CR AVE 平均數 標準差 

EE 

39. EE1 .72 .65 

.90 .90 .60 2.60 .69 

40. EE2 .76  

41. EE3 .79  

42. EE4 .79 .79 

43. EE5 .86  

44. EE6 .89 .87 

45. EE7 .78 .79 

46. EE8 .71 .75 

47. EE9 .74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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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8工作倦怠量表信度及收斂效度分析表(續) 

構面 題號 
題項 

編碼 

刪題前 

FL 

刪題後 

FL 
Cronbach’s α CR AVE 平均數 標準差 

DEP 

48. DEP1 .48  

.80 .80 .51 2.56 .53 

49. DEP2 .71 .68 

50. DEP3 .82 .81 

51. DEP4 .70 .72 

52. DEP5 .63 .63 

LPA 

53. LPA1 .25  

.87 .87 .64 2.29 .75 

54. LPA2 .16  

55. LPA3 .16  

56. LPA4 .51  

57. LPA5 .86 .86 

58. LPA6 .88 .89 

59. LPA7 .77 .77 

60. LPA8 .65 .64 

註：EE表示情緒耗竭；DEP表示去人性化；LPA表示降低個人成就感。 

其刪題後的 Cronbach's α 值分別為.90、.80及.87；且組合信度亦分

別為.90、.80及.87，顯示量表具有良好的內部一致性。再者，「情緒耗

竭」、「去人性化」及「降低個人成就感」的 AVE 值分別為.60、.51

及.64，亦根據表 3-9，三構面之 AVE 皆大於其他相關係數平方根，顯

示量表具有良好的效度。本量表之模式配適指標：GFI 值為.93、NNFI 值

為.95、CFI值為.96、SRMR 值為.08，顯示本量表皆符合內在模式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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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9區別效度表 

變項 構面 1 2 3 4 5 6 7 8 9 10 

WB 

1.情緒耗竭 .60 
         

2.去人性化 .05 .51 
        

3.降低個人成就感 .31 .03 .64 
       

WBF 4.工作家庭平衡 .11 .24 .02 .52 
      

CS 

5.內在生命 .07 .16 .05 .18 .44 
     

6.工作意義 .11 .30 .03 .37 .30 .68 
    

7.共同體 .11 .32 .05 .28 .31 .40 .50 
   

OCB 

8.助人行為 .02 .05 .05 .10 .11 .06 .11 .56 
  

9.公民德行 .01 .16 .01 .13 .15 .20 .15 .10 .54 
 

10.運動員精神 .10 .00 .15 .00 .00 .00 .01 .01 .01 .39 

註：1.對角線之值為 AVE 值；非對角線之值為各構面之相關係數平方根。 

  2.WB表示工作倦怠；WBF表示工作家庭平衡；CS表示職場靈性；OCB組織公民行

為。 

 

二、工作家庭平衡 

針對本研究工作家庭平衡模型中，WFB1、WFB2、WFB3、WFB4

之因素負荷量為.66、.78、.80及.64。對此本研究評估工作家庭平衡量表

之 Cronbach's α 值為.81，且組合信度為.81，顯示本量表具有良好的內

部一致性（參表 3-10）。再者，從效度觀之 AVE值為.52。根據區別效

度表（表 3-9），工作家庭平衡量表之 AVE皆大於其他相關係數平方根，

顯示量表具有良好的效度。本量表之模式配適指標：GFI 值為.98、NNFI 

值為.91、CFI 值為.97、SRMR 值為.03，顯示工作家庭平衡量表符合內

在模式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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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0工作家庭平衡之信度及收斂效度分析表 

構面 題號 題項編碼 FL Cronbach’s α CR AVE 平均數 標準差 

WFB 

14. WFB1 .66 

.81 .81 .52 3.64 .57 
15. WFB2 .78 

16. WFB3 .80 

17. WFB4 .64 

註：WFB表示工作家庭平衡。 

三、職場靈性 

本研究針對工作倦怠採用「內在生命」、「工作意義」及「共同體」

三個構面。經由驗證性因素分析後，由於 IL1、IL5、WM1、WM2、C6、

C7、C8、C9 的因素負荷量為.56、.58、.54、.59、.45、.47、.40、.59，

皆低於.60，顯示該觀察變項缺乏信度，予以刪除。刪除後第二次重新進

行驗證性因素分析發現 WM3 之因素負荷量值.59 亦低於.60 之下，亦予

以刪除此題。進行第三次驗證性因素分析後發現，C1、C2對於 C3、C4、

C5而言，具有較高的共同變異程度，因而刪除 C1、C2題項，上述被刪

除的十一題題項將不採用於後續假說檢定中。 

在上述的過程中，刪題後 Cronbach's α值分別為.72、.89及.74，且

組合信度亦分別為.70、.90及.75，顯示量表具有良好的內部一致性。再

者，「內在生命」、「工作意義」及「共同體」的 AVE值分別為.44、.68

及.50，除「內在生命」之 AVE值接近.50，其他皆超過>.50，其收斂效

度尚可接受。亦根據區別效度表（表 3-9），三構面之 AVE皆大於其他

相關係數平方根，本量表具有良好的效度。本量表之模式配適指標：GFI 

值為.96、NNFI 值為.96、CFI值為.97、SRMR 值為.03，顯示本量表符

合內在模式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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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1職場靈性之信度及收斂效度分析表 

構面 題號 
題項

編碼 

刪題前
FL 

刪題後
FL 

Cronbach’s α CR AVE 平均數 標準差 

IL 

34. IL1 .56  

.72 .70 .44 3.64 .64 

35. IL2 .64 .67 

36. IL3 .66 .65 

37. IL4 .69 .72 

38. IL5 .58  

WM 

27. WM1 .54  

.89 .90 .68 3.50 .66 

28. WM2 .61  

29. WM3 .63  

30. WM4 .84 .85 

31. WM5 .83 .86 

32. WM6 .78 .77 

33. WM7 .80 .82 

C 

18. C1 .67  

.74 .75 .50 3.77 .58 

19. C2 .64  

20. C3 .70 .74 

21. C4 .70 .75 

22. C5 .61 .62 

23. C6 .45  

24. C7 .47  

25. C8 .40  

26. C9 .59  

註：IL表示內在生命；MW 表示工作；C表示共同體。 

四、組織公民行為 

本研究針對工作倦怠採用「助人行為」、「公民德行」及「運動員

精神」三個構面。經由驗證性因素分析後，由於 HB6、HB7的因素負荷

量為.47及.54，皆低於.60，顯示該觀察變項缺乏信度，予以刪除。然而，

為符合組織公民行為之模型配適度及模型精簡原則下，另擇刪除 HB3、

HB5 題項，但 S3 題項之因素負荷量雖為.36，Bollen（1989）提出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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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在構面應至少具有三個以上的觀察變項，因此仍加以保留。上述被刪

除的四題題項將不採用於後續假說檢定中。 

在上述的過程中，刪題後的 Cronbach's α 值分別為.77、.77及.63，

且組合信度亦分別為.78、.77及.65，顯示量表具有良好的內部一致性。

再者，「助人行為」、「公民德行」及「運動員精神」的 AVE 值分別

為.56、.54 及.41，表示「助人行為」、「公民德行」皆>.50，其具有良

好收斂效度。亦根據區別效度分析表（表 3-9），三構面之 AVE皆大於

其他相關係數平方根，顯示量表具有良好的效度。本量表之模式配適指

標：GFI 值為.92、NNFI 值為.91、CFI值為.93、SRMR 值為.04，顯示

本量表符合內在模式品質。 

表3-12組織公民行為之信度及收斂效度分析表 

構面 題號 
題項 

編碼 

刪題前 

FL 

刪題後 

FL 
Cronbach’s α CR AVE 平均數 標準差 

HB 

1. HB1 .75 .80 

.77 .78 .56 4.14 .51 

2. HB2 .81 .89 

3. HB3 .61  

4. HB4 .58 .50 

5. HB5 .67  

6. HB6 .47  

7. HB7 .54  

CV 

8. CV1 .81 .80 

.77 .77 .54 3.48 .67 9. CV2 .78 .78 

10. CV3 .60 .60 

S 

11. S1 .66 .68 

.63 .65 .41 3.29 .62 12. S2 .82 .79 

13. S3 .35 .36 

註：HB表示助人行為；CV 表示公民德行；S表示運動員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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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節 共同方法變異分析 

為了使研究結果在解釋上能夠清楚明瞭，本研究檢測構面是否存在

共同方法變異，因此將所有題項進行單因子驗證式因素分析，其結果

χ
2
(629, n=430)=4863.95、GFI=.50、AGFI=.45、RMR=.93、NNFI=.44，

p=.000（p<.001），且許多因素負荷量未超過.50以上，顯示資料配適度

不佳。再者，將所有題項進行多因子驗證式因素分析，其配度度 χ
2
(590, 

n=430)=1406.29、GFI=.85、AGFI=.82、RMR=.06、NNFI=.88，p=.000

（p<.001）。此兩種模型得出 Δdf=39、Δχ
2
=3457.65，透過 STATABLW

軟體計算出 p 值為 0，表示顯著，顯示兩種模型並非相同，故本研究結

果受共同方法變異影響的程度可能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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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統計分析 

本章將回收之有效樣本，以 SPSS 20及 AMOS 20之統計軟體進行

敘述性統計、整體結構模式之統計分析，作為檢定研究假設及後續結果

之討論依據。 

第一節 敘述性統計 

本節以回收之有效樣本進行統計分析，瞭解樣本資料的背景屬性、

描述性統計及相關分析等基本資訊，作為後續研究的使用。 

一、資料背景分析 

有關資料背景部分包含有，性別、年齡、婚姻狀況、教育程度、工

作類別、總工作類別等項目。有關本研究樣本資料分析結果，彙整理如

下表 4-1所示： 

(一)性別 

在填答者中男性有 171位（39.8％），女性則有 259 位（60.2％）。

性別項目之平均數為 1.61，標準差為.50。 

(二)年齡 

15歲（含）以上至 19 歲有 1位（0.2%），20歲以上至 24 歲有 26 

位（6%），25歲以上至 29歲有 83位（19.3%），30歲以上至 34歲有

125 位（29.1%），35 歲以上至 39 歲有 80 位（18.6%），40 歲以上至

44歲有 58位（13.5%），45歲以上至 49歲有 23位（5.3%），50歲以

上有 34 位（7.9%）。顯示填答者人數大多分布於 25-44 歲，其中以 30

歲以上至 34歲為最多。在年齡項目之平均數為 4.61，標準差為 1.60。 

(三)婚姻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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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填答者中已婚者有 212位（49.3％），未婚者有 213位（49.5％），

其他則有 5位（1.2％）。在性別項目之平均數為 1.61，標準差為.50。 

(四)教育程度 

國中以下有 2位（0.5%），高中（職）以下有 85位（19.8%），大

學有 296位（68.8%），碩士有 47位（10.9%），博士有 0位（0%）。

在教育程度項目之平均數為 2.90，標準差為.56。 

(五)工作類別 

技術部門者有 99位（23%），研發部門者有 41位（9.5%），業務

部門者有 61位（14.2%），管理部門者有 155位（36%），其他部門有

74位（17.2%）。在工作類別項目之平均數為 3.16，標準差為 1.43。 

(六)總工作年資 

1 年以下歲有 41 位（9.5%），1 年（含）以上至未滿 3年有 50 位

（11.6%），3年（含）以上至未滿 5年有 49位（11.4%），5年（含）

以上至未滿 7年有 69位（16%），7年（含）以上有 221 位（54.4%），

其中以 7年（含）以上者所占最多。在工作總年資項目之平均數為 3.89，

標準差為 1.40。 

表4-1資料背景分析表 

項目 樣本特徵 次數 百分比 平均數 標準差 

性
別 

男性 171 39.8 
1.61 .50 

女性 259 60.2 

年
齡 

15-19 歲 1 0.2 

4.61 1.60 
20-24 歲 26 6 

25-29 歲 83 19.3 

30-34 歲 125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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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資料背景分析表(續) 

項目 樣本特徵 次數 百分比 平均數 標準差 

年
齡 

35-39 歲 80 18.6 

  
40-44 歲 58 13.5 

45-49 歲 23 5.3 

50歲以上 34 7.9 

婚
姻
狀
況 

已婚 212 49.3 

1.51 .51 未婚 213 49.5 

其他 5 1.2 

教
育
程
度 

國中以下 2 0.5 

2.90 .56 

高中(職) 85 19.8 

大學 296 68.8 

碩士 47 10.9 

博士 0 0 

工
作
類
別 

技術部門 99 23.0 

3.16 1.43 

研發部門 41 9.5 

業務部門 61 14.2 

管理部門 155 36 

其他 74 17.2 

工
作
總
年
資 

1年以下 41 9.5 

3.89 1.40 

1年(含)以上至未滿 3 年 50 11.6 

3年(含)以上至未滿 5 年 49 11.4 

5年(含)以上至未滿 7 年 69 16 

7年(含)以上 221 54.4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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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關分析 

從表 4-2相關分析結果，內在生命（r=.41, p<.01）、工作意義（r=.40, 

p<.01）、共同體（r=.44, p<.01）、助人行為（r=.68, p<.01）、公民德行

（r=.69, p<.01）、運動員精神（r=.54, p<.01）等構面對組織公民行為呈

正相關。然而，情緒耗竭（r=-.29, p<.01）、去人性化（r=-.35, p<.01）、

降低個人成就感（r=-.37, p<.01）等構面對組織公民行為為負相關。再者，

工作家庭平衡（r=.29, p<.01）、職場靈性（r=.65, p<.01）等變項與組織

公民行為成正相關，工作倦怠（r=-.45, p<.01）與組織公民行為則呈負相

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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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描述性統計及相關分析 

變項 平均數 標準差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情緒耗竭 2.60 .69 (.90) 
            

2.去人性化 2.56 .53 .23
**

 (.80) 
           

3.降低個人成就感 2.29 .75 .55
**

 .17
**

 (.87) 
          

4.內在生命 3.64 .64 -.27
**

 -.40
**

 -.22
**

 (.72) 
         

5.工作意義 3.50 .66 -.34
**

 -.55
**

 -.17
**

 .54
**

 (.89) 
        

6.共同體 3.77 .58 -.33
**

 -.57
**

 -.23
**

 .56
**

 .63
**

 (.74) 
       

7.助人行為 4.14 .51 -.16
**

 -.23
**

 -.23
**

 .34
**

 .25
**

 .34
**

 (.77) 
      

8.公民德行 3.48 .67 -.09 -.40
**

 -.09 .39
**

 .45
**

 .38
**

 .31
**

 (.77) 
     

9.運動員精神 3.29 .62 -.32
**

 -.02 -.39
**

 .05 .04 .12
*
 .09 -.07 (.63) 

    
10.工作倦怠 2.48 .49 .83

**
 .55

**
 .82

**
 -.39

**
 -.44

**
 -.47

**
 -.27

**
 -.23

**
 -.35

**
 (.88) 

   
11.工作家庭平衡 3.66 .77 -.26

**
 -.34

**
 -.12

*
 .32

**
 .48

**
 .41

**
 .28

**
 .25

**
 .03 -.30

**
 (.81) 

  
12.職場靈性 3.48 .44 -.45

**
 -.48

**
 -.37

**
 .78

**
 .80

**
 .64

**
 .33

**
 .38

**
 .51

**
 -.57

**
 .41

**
 (.89) 

 
13.組織公民行為 3.63 .38 -.29

**
 -.35

**
 -.37

**
 .41

**
 .40

**
 .44

**
 .68

**
 .69

**
 .54

**
 -.45

**
 .29

**
 .65

**
 (.63) 

註：1. *p<.05;**p<.01; n=430。 

    2. ( )表示 Cronbach's alpha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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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整體結構模式 

結構方程模式主要包含兩個部分，測量模型及整體結構模型。在第三

章信效度分析以驗證性因素分析法，已檢測測量模型具有合理性。因此本

節進一步分析各潛在變項之間的關聯性，並瞭解各變項間是否具有直接、

間接及總效果。 

一、路徑分析 

在整體路徑模式的配適度指標如 GFI=.96、CFI=.92、NFI=.92、

PGFI=.10、RMR=.04等數值合乎標準，指出整體路徑模式具有合理配適，

故可進行本研究之模型假設檢定。從圖 4-1 各潛在變項之間的標準化迴歸

係數值可以得知直接效果值。「工作倦怠」、「工作家庭平衡」對「職場

靈性」的標準化迴歸係數值分別為-.51（p<.001）、.27（p<.01）。「工作

倦怠」、「工作家庭平衡」、「職場靈性」對「組織公民行為」的標準化

迴歸係數值分別為-.12（p<.05）、.03、.56（p<.01）。「工作倦怠」、「工

作家庭平衡」對「組織公民行為」之間接效果的標準化迴歸係數值分別為

-.29、.15。 

依據 Preacher和 Hayes（2008）檢驗中介效果之研究，本研究以 bootstrap

信賴區間方法檢驗中介效果。在校正偏誤信賴區間（ bias-corrected 

confidence intervals）下，間接效果在(1-α)100％的信賴區間內不包含 0，表

示存在中介效果，反之則無。再者，在百分位數信賴區間（percentile 

confidence intervals）下，直接效果在(1-α)100％的信賴區間內不包含 0，表

示具有部分中介；反之，則為完全中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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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倦怠對組織公民行為的影響，在校正偏誤 95%的信賴水準下，其

間接效果的信賴區間為[-.02,-.21]，顯示此信賴區間不包含 0，因此具有中

介效果；在百分位數 95%的信賴水準下，其直接效果的信賴區間為

[-.02,-.22]，顯示此信賴區間不包含 0，顯示其具有部分中介效果。再者，

工作家庭平衡對組織公民行為的影響，在校正偏誤 95%的信賴水準下，其

間接效果的信賴區間為[.11,-.05]，顯示此信賴區間包含 0，因此不具有中介

效果；在百分位數 95%的信賴水準下，其直接效果的信賴區間為[.11, -.05]，

顯示此信賴區間包含 0，顯示職場靈性為完全中介效果。 

 

圖 4-1路徑分析圖 

二、交叉效度分析 

為了檢驗結構模型在不同樣本之間參數估計的恆等性。本研究利用

SPSS 20 版軟體進行隨機分組功能，將總樣本分成 226 與 204 兩組樣本，

進行交叉效度分析。假定模型未限制是正確的情況，未限制模型的

χ
2
(27)=39.26，測量加權模型的 χ

2
(38)=47.43，兩個模型的巢狀比較之 χ

2差

異量為 8.17（Δdf=11, p=.70），p值未達.05顯著，顯示兩組樣本在多對因

素負荷量中具有恆等性。假定模型測量加權是正確的情況，結構加權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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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χ
2
(11)=8.17，結構共變異數模型的 χ

2
(14)=9.27，兩個模型的巢狀比較之

χ
2差異量為 1.10（Δdf=3, p=.78），p值未達.05顯著，表示在兩組樣本多對

的迴歸係數具有恆等性。假定模型結構共變異數是正確的情況，結構共變

異數模型的 χ
2
(3)=1.10，結構殘差模型 χ2(14)=28.14，兩個模型的巢狀比較

之 χ
2差異量為 27.04（Δdf=11, p=.005），p值未達.05顯著，顯示兩組樣本

具有恆等性。因此，本結構模型具有合理的跨樣本交叉效度。 





 

73 
 

第五章 研究結果與建議 

依據前一章統計分析所得的結果為基礎，檢驗各項假設並論述解釋其

結果，並提供相關實務意涵供為參考，期盼此研究貢獻能夠有助益於學術

與實務之發展。 

第一節 研究結果 

透過文獻探討以及實證資料統計分析結果檢驗研究假設，以工作倦

怠、工作家庭平衡及職場靈性為前因變項，探討員工組織公民行為的影響。

另者，本研究亦探討員工的職場靈性在員工工作倦怠、工作家庭平衡對組

織公民行為的影響是否具有中介效果。 

一、工作倦怠對職場靈性影響 

研究結果發現假設一（Ｈ1）成立，即「工作倦怠」對「職場靈性」具

有負向的影響，結果與過去研究工作倦怠對職場靈性的結果相似（王惠玲，

2012；何郁玲，1999）。具體來說，工作倦怠的形成可能為工作要求超過

員工負荷，或者逐漸消耗工作資源等因素，因此需花費更多的體力、精力

來達到工作目標及獲取更多地資源，在此狀態下員工易關注於工作實際進

度，忽視工作對自我內在成長及培養。 

二、職場靈性對組織公民行為影響 

研究結果發現假設二（Ｈ2）成立，即「職場靈性」對「組織公民行為」

具有正向的影響，結果與 Stevison、Dent 和 White（2009）、Rastgar 等人

（2012）的相似。具體來說，靈性經驗存在於各種不同的生活情境當中，

包括日常生活的經驗、宗教活動、自然的環境或者人際互動的環境、社區

的活動，甚至是工作環境當中（Atchley, 2009）。在職場講求實效性，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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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候需要即學現用，因此可能經歷許多地挫敗與苦痛，此時員工透過自省

內化的過程或受他人自發性地引導分享歷經路程，將負面經驗轉化為正面

的人生價值觀，可能有助於員工規劃未來的職涯路徑，故職場靈性對組織

公民行為較具有正向影響。 

三、工作倦怠對組織公民行為影響 

研究結果發現假設三（Ｈ3）成立，即「工作倦怠」對「組織公民行為」

具有負向影響，結果與 Sesen、Cetin和 Basim（2011）、潘孝富等人（2010）

的發現相似。具體來說，工作倦怠的形成可能為工作要求超過員工負荷，

或者工作資源逐漸消失等因素，因此須更加勞心勞力地完成工作目標及爭

取更多地資源，在此狀態下員工易關注於自我的工作情況，忽視周遭的人

事物，相對地能夠協助工作夥伴的意願及行為將可能降低及減少。 

四、工作倦怠在職場靈性與組織公民行為具有中介效果 

研究結果發現假設四（Ｈ4）成立，即「職場靈性」在「工作倦怠」影

響「組織公民行為」的過程中，具有部分中介效果。依據資源保存理論，

在資源喪失或逐漸消失的情況下易於形成工作倦怠，一方面需要爭取工作

資源，另方面持續努力達到工作要求，使之陷於盲目的工作泥淖中，容易

在職場中迷失自我的方向，而非享受工作所帶來的成長喜悅，因此降低了

員工的職場靈性。雖然職場靈性能夠有助於員工展現其組織公民行為，然

而個體也受到外在環境的影響，易將關注於現實的績效壓力而內在亦感受

到負面能量，其員工展現組織公民行為的意願及行為的展現亦受到限制。 

五、工作家庭平衡對職場靈性影響 

研究結果發現假設五（Ｈ5）成立，即「工作家庭平衡」對「職場靈性」

具有顯著正向影響。過去研究鮮少探討過兩者的關係，但依據 Barnett（1998）

認為工作家庭平衡是實現生活經驗的一種，且職場靈性也是個人在職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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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及其感受所發展是個人在職場的經驗及其感受所發展思想模式

（Canda, 2001），是故工作家庭平衡所帶來的正向經驗，能夠促進員工的

正向經驗，能夠促進員工的正向經驗，能夠促進員工的職場靈性。 

六、工作家庭平衡對組織公民行為影響 

研究結果發現假設六（Ｈ6）不成立，即「工作家庭平衡」對「組織公

民行為」不具有正向的影響。工作與家庭，兩種角色之間對於個體來說可

能是種「選擇」而非平衡的關係，個體一旦傾向選擇工作或家庭的角色，

則關心的議題將會有所不同。傾向工作角色者，可能較為嚮往工作所帶來

的挑戰與成就感等，其員工較容易將工作與家庭在資源上作明顯的劃分，

對於任何工作易將視為份內的事情；傾向家庭角色者，可能較為嚮往工作

所能帶給家庭的益處，因此雖然身處工作環境中，意念易掛心於其他家庭

成員，其工作態度易受到家庭因素的影響，因此對於非自我份內的工作事

務，在投注心力的程度就容易受到限制。因此，從本研究結果發現，多數

員工可能傾向為後者的結果，即員工身處工作環境亦受家庭角色的影響，

使之對於非自我份內工作的付出程度，則較為受限。 

七、工作家庭平衡在職場靈性與組織公民行為間有中介效果 

本研究職場靈性的中介效果，發現假設七（Ｈ7）立，即「職場靈性」

在「工作家庭平衡」影響「組織公民行為」的過程中，具有完全中介效果，

亦即「工作家庭平衡」對「組織公民行為」之影響，能夠完全被「職場靈

性」所替代。具體來說，當員工感受工作與家庭之間平衡程度愈高，使身、

心、靈感受到自在與滿足，員工在職場中靈性能夠受到滋長與啟發，透過

人際關係的互動，其組織公民行為之意願及展現的程度也將愈高，因將其

工作或人生經驗分享給同儕，有助於他人在工作或人生旅途中盡能順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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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員工在組織內對同儕展現出更多地組織公民行為，不僅協助同事也幫助

自己，不但能夠獲得成就感，亦能共同達成團隊績效。 

第二節  管理意涵 

一、工作倦怠 

本研究針對員工面臨工作倦怠時，提供組織層面、主管層面、個人層

面之管理意涵，以供企業實務參考。 

(一) 組織層面 

從企業組織文化的角度，期望能夠形塑尊重和諧的組織文化，其組織

文化的形塑責任須仰賴企業中的每個人，透過每個人的工作態度彼此相互

潛移默化。再者，對於企業組織制度而言，倘若能夠提供公平公正的薪酬

制度，及清楚透明的職涯升遷管道，讓員工在自我職涯規劃上能夠維持理

想抱負的衝勁。最後，企業能夠支持員工組織多元性社團（例如：登山社、

插花社、吉他社等），藉以培養員工多元化興趣，及移轉員工在工作上的

負面能量。 

(二) 主管層面 

主管平時可留意員工工作狀態，當工作負荷超過員工所能承擔的能

力，則提供相關資源協助員工分擔工作量、主管提供員工對於工作或生活

方面的經驗回饋，及提供教育訓練的機會，改善員工工作及生活狀況。再

者，當員工績效表現較佳時，能適時提供激勵獎金或非金錢性獎勵措施（例

如：頒發具象徵性的物品或封號等）給予鼓勵，讓員工的工作動力得以維

持。另者，提供員工工作輪調或接受挑戰的機會，讓員工可依據自我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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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興趣，選擇自己想要的工作內容，並適時提供工作自主性的可能，促使

員工享受工作成就感的喜悅。 

(三) 個人層面 

當員工面對工作倦怠時，提供所能自處應對的方式為下述三步驟：1. 

釐清倦怠來源，包含工作負荷量過大、工作缺乏自主性、職場支持薄弱、

工作回饋少、職場公平性、工作價值觀產生衝突等原因；2.重新認識自己，

包含工作價值觀、態度、對於改變的接受度、個性偏好、個人興趣、最愛

技能等；3.行動方案，包含親近益友尋求回饋及吸收正面思考的能量、轉

移注意力於休閒或其他興趣、藉由運動改善生心理狀況、尋求宗教使心靈

得以寄託、爭取教育訓練的機會（吳凱琳，2011；張靜慧，2007）。 

二、工作家庭平衡 

(一)組織層面 

公司可以為員工舉辦家庭活動日、員工家庭旅遊等活動，使員工家屬

能夠感受到企業對員工的照顧與用心。再者，提供相關育兒津貼、家庭照

顧假、彈性工作時間、或提供育嬰托兒所等相關措施，使員工能夠妥善安

置家中的幼兒，使幼童獲得充分的照顧。最後，規劃員工協助方案，提供

員工除了工作及生活方面的相關諮詢，例如：專業、兩性、法律、財務等

相關功能，期望員工能夠將更多精力投注於工作方面。 

(二)個人層面 

員工在職場中能夠尋找與自我能力相當的工作，從中養成未來轉換工

作的能力（包含時間管理、有溝通技巧等）。再者，平時員工幾乎將時間

與精力投入於工作上，與家人的互動相當有限，因此建議員工偶爾在假日

能安排家庭旅遊，享受閒暇的親子互動時間，亦能移轉在工作環境中的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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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感。倘若家中孩童幼小，則建議雙薪家庭的成員，其中一人亦可選擇部

分工時或留職停薪的方式，將家中幼童妥善安置照顧。 

三、職場靈性 

靈性促進著重在內在生命察覺與修練（蕭鈺，2008），亦即為著重內

在的澄靜及和諧。本研究彙整劉仲矩（1999）、王美嬅、洪志秀（2008），

以及杜強國、林芳生（2009）的研究，將促進靈性方案歸納為宗教活動與

非宗教活動兩類。 

(一)宗教活動 

組織藉由宗教活動或儀式的運作，包含 1.引經據典：以宗教經典中所

論及的道理作為行事指引或溝通語言，例如金剛經、新舊約聖經及儒家經

典等著作；2.宗教集會：以宗教為目的的集結、會議或研討活動，例如團

契聚會、晨禱會、佛堂講道等；3.符號象徵：以某實物、標誌或行為等，

與特定宗教文化產生連結，例如法器、禱告姿勢等；4.將宗教價值應用於

非宗教面的事務等，促進組織成員的靈性。 

 (二)非宗教活動 

組織藉由非宗教活動的運作，包含 1.成立讀書會：閱讀有關宗教經

典、生命探索及生活勵志等書籍，透過成員的分享交流，有助自我靈性省

思；2.定期舉辦心靈成長課程：團體動力、個人內在激勵等課程，滋養自

我靈性增添自信；3.健康管理課程：情緒管理、健康飲食等課程，能夠使

生理及心理方面得以獲得穩定；4.專業諮商指導：透過專業心理諮商處理

個人情緒困擾、調解受工作影響所形成的身心壓力問題；5.致贈員工生命

探索文章或書籍等方式，藉此讓相關成員有機會分享彼此經驗提升個人輔

導協助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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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建議 

本研究組織公民行為測量工具採 Podsakoff、Ahearne 和 MacKenzie

（1997）根據 Organ（1988）所提出組織公民行為的三個構面（利他行為、

公民德行、運動家精神）發展而成，其區別效度方面較為不佳，建議未來

研究者能夠採用其他學者之組織公民行為量表。其次，從結果發現職場靈

性在工作倦怠對組織公民行為的影響過程中，呈部分中介效果，期許未來

研究者亦能探討工作倦怠對組織公民行為之間可能存在著其他變項。第

三，期許未來研究者對於相關研究建議採質性研究法歸納員工職場靈性之

各種具體行為表徵。最後，本研究僅探討各變項間之相關性，對於各變項

之子構面的影響尚未探究，期許未來研究者能夠朝此方向力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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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研究問卷 

親愛的企業先進：  

您好！首先懇請並感謝您在百忙之中，撥空填寫此份問卷。本問卷的目的在於希望能夠了解員工

工作狀態與對工作家庭感受之情形，其結果僅供碩士論文研究使用，內容絕對保密，敬請安心填答。

對於題目有不清楚或任何建議事項，歡迎您隨時以Email與我們聯繫，衷心感謝您的熱心協助，謝謝。 

敬祝 順心平安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科技應用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 

指導教授：余鑑 博士、于俊傑 博士 

                                           研究生：黃于寶 

Email：grace820167s@gmail.com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普

通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 您願意幫助工作進度落後的同事。 □ □ □ □ □ 

2. 您願意和其他同事分享自己的專業知識。 □ □ □ □ □ 

3. 當其他同事意見不合時，您會試著扮演和事佬。 □ □ □ □ □ 

4. 您會採取一些做法避免和其他同事發生問題。 □ □ □ □ □ 

5. 您願意花時間幫助在工作上遇到問題的同事。 □ □ □ □ □ 

6. 當您採取的做法可能會影響其他同事時，您會先知會他們。 □ □ □ □ □ 

7. 當有同事心情不好時，您會為他打氣。 □ □ □ □ □ 

8. 您會提出有關提升員工工作效能的建設性意見。 □ □ □ □ □ 

9. 您會冒著被反對的風險表達您相信對公司最好的意見。 □ □ □ □ □ 

10. 您會出席並積極參與公司的會議。 □ □ □ □ □ 

11. 您總是看事情的負面，而不看好的那一面。 □ □ □ □ □ 

12. 您會花很多時間抱怨一些瑣碎的事。 □ □ □ □ □ 

13. 您總是能發現其他同事在工作上的錯誤。 □ □ □ □ □ 

14. 我可以兼顧工作和生活。 □ □ □ □ □ 

15. 我可以在工作與生活中找到樂趣。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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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在工作與生活中，我滿意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 □ □ □ □ 

17. 我全力投入工作和生活中的每一件事。 □ □ □ □ □ 

18. 我覺得我是工作群體（部門、單位等）中的一份子。 □ □ □ □ □ 

19. 我的主管會鼓勵我在工作中的成長。 □ □ □ □ □ 

20. 工作上的許多體驗帶給我個人的成長。 □ □ □ □ □ 

21. 當我對一些事情感到擔心害怕時，工作組織會鼓勵我提出來討論。 □ □ □ □ □ 

22. 當我有所顧慮時，我會讓適當的對象知道。 □ □ □ □ □ 

23. 在工作中，我與同事採取積極的方式，一起解決衝突。 □ □ □ □ □ 

24. 我在公司裡，能被公正地評價。 □ □ □ □ □ 

25. 我的公司會鼓勵我在工作上嘗試冒險創新。 □ □ □ □ □ 

26. 我在工作中找到自我價值，就是能夠做自己。 □ □ □ □ □ 

27. 我在工作中體驗到歡樂。 □ □ □ □ □ 

28. 我相信我的工作能夠為他人帶來快樂。 □ □ □ □ □ 

29. 我的工作讓我充滿活力。 □ □ □ □ □ 

30. 「我所做的工作」與「我生命中認為重要的事物」產生連結。 □ □ □ □ □ 

31. 在多數的日子裡，我期待工作的到來。 □ □ □ □ □ 

32. 我了解我個人的工作，與更大的團隊利益其間的關聯。 □ □ □ □ □ 

33. 我了解工作對我的意義。 □ □ □ □ □ 

34. 我覺得生命是充滿希望的。 □ □ □ □ □ 

35. 我內在的心靈價值觀影響我的抉擇。 □ □ □ □ □ 

36. 我認為我是一個重視內在心靈的人。 □ □ □ □ □ 

37. 祈禱是我生命中重要的一部分。 □ □ □ □ □ 

38. 我關心同事們的心靈健康。 □ □ □ □ □ 

39. 我的工作讓我覺得很累。 □ □ □ □ □ 

40. 工作結束後，我感到精疲力盡。 □ □ □ □ □ 

41. 起床後，想到要面對今天的工作，就讓我感到很疲乏。 □ □ □ □ □ 

42. 與人群工作一整天使我覺得很累。 □ □ □ □ □ 

43. 我對我的工作感到倦怠。 □ □ □ □ □ 

44. 我對我的工作感到沮喪。 □ □ □ □ □ 

45. 我覺得我工作的很辛苦。 □ □ □ □ □ 

46. 與人共事帶給我很大的壓力。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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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基本資料 

1. 性別：□男性  □女性。 

2. 年齡：□15-19歲  □20-24歲  □25-29歲  □30-34歲   

         □35-39歲  □40-44歲  □45-49歲  □50歲以上。 

3. 婚姻狀況：□已婚  □未婚  □其他：＿＿＿＿＿＿＿＿。 

4. 教育程度：□國中以下  □高中（職）  □大學  □碩士  □博士。 

5. 工作類別：□技術部門  □研發部門  □業務部門  □管理部門  

             □其他：＿＿＿＿＿＿＿＿。 

6. 總工作年資：□未滿 1年  □1年以上至未滿 3年  □3 年以上至未滿 5年 

             □5 年以上至未滿 7年  □7年以上。 

 

辛苦了，非常感謝您用心的填答！ 

 

47. 我覺得我已經到達極限了。 □ □ □ □ □ 

48. 我能夠很容易了解他人的感受。 □ □ □ □ □ 

49. 我可以很有效地處理他人的問題。 □ □ □ □ □ 

50. 我覺得透過我的工作可以正向影響他人的生活。 □ □ □ □ □ 

51. 我覺得精力充沛。 □ □ □ □ □ 

52. 和他人在一起時，我可以容易地營造出輕鬆的氣氛。 □ □ □ □ □ 

53. 每當和他人密切地接觸後，我會感到愉悅。 □ □ □ □ □ 

54. 在這個工作中我完成了許多有價值的事。 □ □ □ □ □ 

55. 在工作中，我能夠很冷靜地處理自我的情緒問題。 □ □ □ □ □ 

56. 我覺得我對待一些人的態度是冷冰冰的。 □ □ □ □ □ 

57. 從事這個工作後，我對待人變得更不帶感情。 □ □ □ □ □ 

58. 我擔心這個工作正使我變得越來越無情。 □ □ □ □ □ 

59. 我不在乎他人發生了什麼事情。 □ □ □ □ □ 

60. 我覺得他人會把他們自己的問題怪罪在我身上。 □ □ □ □ □ 
 


